尊重学术  敬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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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为庆祝刘绪贻先生90华诞而作

李存训

刘绪贻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老一辈的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全国公认的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学术权威，先生在美国史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孜孜不倦，勤奋耕耘数十年，著述甚丰，成绩斐然，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学术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做学问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
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寻求中国为何长期不能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原因，探索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仍不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但主要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集中研究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规律，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的原因。

一

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13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立志要做一位有建树的著作家，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和治学成了他全部追求的一体两面。“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武汉读初中的刘绪贻先生，毅然在汉口《正义报》上发表题为《饲虎》的文章，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让政策。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当时只有10个名额的清华大学公费生，就读社会人类学系，志欲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寻求救国图强之路。清华当时名师荟萃，学术思想活跃，同时救亡烽火熊熊燃烧，那种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和求真求实学风，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刘绪贻先生。进入大学一年后，适逢“七·七事变”，他进一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工业化或现代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政权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的途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成为刘绪贻先生学术活动的主流。

1945年，刘绪贻先生通过考试获得留美资格，并获得湖北省公费资助，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后从师于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奥格本的名著《社会变迁》和沃思教授的《社会知识学》课程，前者，论述社会的宏观变化规律，后者论述意识形态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关系，两者对刘先生影响很大。此外，刘先生还在课外广泛阅读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方面读物，扩大学术视眼。这不仅使他社会学功底更扎实，还为他后来研究历史学、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先生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是有意带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去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识到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在选硕士论文题目时不能面面俱到。于是，他想探本溯源，先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他花了一年多时间，从中国二十五史等书摘录资料，写了一篇17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儒学在中国的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主义时代而不能转变为工业化（实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

该篇论文认为，从孔子时代起，中国逐渐出现一个称为儒家（或儒生或士）的特殊人群。他们学习、教授和发展六经（《诗》、《书》、《礼》、《乐》、《春秋》、《易》）、《论语》、《孝经》、《孟子》、《荀子》等书，统称为儒家学派。他们一再试图说服春秋时代的诸侯、战国时代诸王和汉朝皇帝，要求实施他们的学说。西汉初期，在陆贾、叔孙通等儒生的诱导下，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儒生于是逐渐得势，并从儒学中逐渐等到很多利益。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徭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西汉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封建帝王以儒学笼络读书人，读书人可以藉此获取功名利禄，两者相互为用，构成既得利益集团。东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时期，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巩固，于是建立以儒学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宋时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代，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即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儒生在解释、讲说经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并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

为了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凡是不同或异化于儒学的事物，是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重农轻商，禁止言“利”，商业、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制。又比如，儒家鄙视奇技淫巧，奢谈玩物丧志，科学技术在中国也遭冷漠甚至压制，难以兴旺发达。同样，法学和法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很难抬起头来。这就是儒学能在中国统治2000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该论文因见解新颖独特而获得一笔奖学金。刘先生的高等数学、统计学成绩

优异，使奥格本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为之刮目。198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中文简介中，将刘先生列为“杰出的中国校友”。

“位卑未敢忘忧国”，刘先生虽在他乡为异客，却日夜悬念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47年，他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毅然回到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开辟社会学阵地，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实际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定为社会学课程必读参考书，并列入考试内容。为此，曾引起一场由右派学生发动的罢考风波，但在进步学生的协助下，刘先生取得了胜利。

从1947年底到1949年初，刘先生发扬和扩大对“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的研究，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知识生活实况，在当时发行量广、影响极大的《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他选了其中23篇，题名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已由武汉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些文章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剖析时弊，把战斗的笔锋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各种社会现象；同时又以其新颖活泼的笔调宣传了社会学知识，从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这些文章不仅引起许多大、中学生以及留学生的同情与呼应，也得到一些持异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共鸣。国民党特务对此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但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无所畏惧的刘绪贻先生则无所畏惧。他不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冒着随时有可能被捕的危险，于1949年初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任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并在地下党支持下当选为武大教授会主席。1949年5月，武汉解放，军代表进驻武汉大学后任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旋即任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后因工作需要，服从组织调动，先后担任过武汉市（当时是直辖市）高等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市教育工会第一副主席，全国教育工会委员会委员兼中南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等职，并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起，曾历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理事长和湖北省社会学会理事长，中国世界史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美国大洋洲组副主编。现任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顾问，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理事长，美国《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等职。

二

1964年春，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刘绪贻先生回到武大，亲自带领两名青年教师，四处收集资料，订购中外书刊，抄写图书卡片，迅速把研究室资料室建立起来。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高涨，他重点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写出了专著《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作为教材油印出版。他还计划写一本《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论丛》，因“文革”而中断。1972-1978年，他被指派参加《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和《中东简史》（上、下两册）的翻译工作。7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近年来美国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1979年《江汉历史学丛刊》）、《战后十年美国黑人运动的起状》（《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3月号）、《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直接行动》（《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第1辑）等4篇论文，部分实现了《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论丛》的计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复苏，科学的春天来临。刘绪贻先生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指导下，主持发起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精神振奋，青春焕发，组织起一支坚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攀登。他以当时广大群众最渴望理解而理论界都怯于探索的重大课题，即怎样认识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不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家最先进入社会主义为突破口，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勇敢地摆事实、讲道理，集中探索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多部专著 、译著，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自家之言，逐步形成美国史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他的科研成果丰硕精深，学术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他主持或参加译校的著作有12种。其中已出版的有：《一九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三册）、《新政》、《罗斯福与“新政”》、《多难的旅程——4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史》、《被通缉的女人[哈丽特·塔布曼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中东简史》（上、下两册）、《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芬兰史》（上、中、下三册）和《乔治·布什自传——注视未来》。

他专著（其中包括由他主编、主编并参与撰写和主编并主撰的）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美国现代史论丛》三种（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1987年版）、《美国通史丛书》（6卷本，人民出版社1989、1990、1993、1994、2001年版）、《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美国通史丛书》（与杨生茂教授共同任总主编）经修改增订，由人民出版社改为《美国通史》于2002年10月出版第1版，该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套多卷本美国史论著，基本上代表国内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和最新进展。其中有刘先生人分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最后两卷——50万字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65万字的《战后美国史》——是他的代表作，基本上代表国内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世界史一等奖缺）和[美]《美国历史杂志》非英语美国史最佳著作奖（每年全世界只有一本著作获此奖提名）。《战后美国史》第一版于1989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并曾多次获奖：1990年获第4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战后美国史》的增订本，由刘先生负责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一章，补充了1987年至2000年的历史和资料，更有利于读者对当代美国的了解。

他发表的有关美国史与世界史的重要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斗争的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战后美国阶级斗争新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及时代局限性”（上海《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次战略调整”（《兰州学刊》1990年第1期）、“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等等。

据粗略统计，刘先生著、译、编、校等成果共约900万字。所著书文，史论结合，观点新颖，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近二十年来，他誉满中外，根据已见到的资料，他先后被列入《民国人物大辞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词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名人录》（英文版）、《中华英才大典》（第一卷）、《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国当代名人录》、英国《国际传记词典》（第24与25版）和《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1与12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美国学专家姓名录》（1985-1986）、美国传记研究所《世界五千人物志》（第5版）等多种词书。美国约翰·穆尔教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史研究状况》（美国新闻署1985年版）、戴维·香博教授著《漂亮的帝国主义：中国人看美国，1972-1990》（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学国际》第25卷第2期介绍了刘先生研究美国史的部分著作和学术观点。1984年11-12月，刘先生应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以“杰出学者”身份，到美国进行访问、讲学和访友。1988年6月16日，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还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三

刘绪贻先生在世界史和美国史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较深入地钻研了经典作家，特别是马、恩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吸收了中外经济学界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列宁逝世后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从史学角度肯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指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正确性的同时，也指出它的时代局限性；论证了罗斯福“新政”是不同于列宁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客观地评价了它的作用和地位，并首次使用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两条新规律；阐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间新型国际关系和各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时代。这样，刘先生就勇敢地回答了广大群众最渴望理解而理论界却怯于探索的几个当代重大问题，从而创造性地阐发了经典作家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

刘先生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索，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当时，广大群众对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深感怀疑。他们问：为什么帝国主义到现在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快最容易，为什么后来历史发展实际并非如此？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前经典作家一再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将日益激烈，资本主义制度将消亡，而到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呢？刘先生认为，不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就会影响广大群众对马列主义的信心；而要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不发展马列主义，拘泥于马列当年的个别具体论述，是绝不会有结果的。当然，刘先生也意识到长期过左思潮必然会引起的对于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巨大阻力和压力，但革命责任感使他认识到：“做学问是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水平有限可以学习提高，但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有点勇气。”
20余年来，刘先生在部分同僚和研究生的协助下，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刻苦地跋涉着，时刻警惕着堕入“文格渐卑庸福近”、“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境界，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发展和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

第一、要坚持马列主义，必须发展马列主义

这一论点早就有人提到，但刘绪贻先生坚信本体无常，一再指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研究世界史和美国史时，既要坚持马列主义，又必须发展马列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如果人们今天研究世界史仍拘泥于经典著作中的一些现成词句，不独会陷入教条主义，而且也违背辩证法，违反马列主义。他一再提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恩全集》第27卷第443页），“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马恩全集》第1卷第416页）。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指出：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马恩全集》第3卷第129页）。列宁也反对“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5页）

由于特别执着甚至钟情于这种必须随着时地变化以寻求真理的信念，刘先生往往不自觉地沉湎于一种永远探索的诗的境界。他爱吟诵仿清人龚自珍写的诗句：“中宵屡起殷勤觅，灿灿寒星或是君”。他也喜欢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命名自己的书室为“求索斋”。

第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史学界尚无人研究这个问题。1984年，刘先生发表“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
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肯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使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而且影响到世界现代史的发展进程，是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人决不能忽视的。

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刘先生认为：“大体可以这样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在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扩大，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臻于成熟，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部经济活动置于它的统一指挥之下”。

除理论研究外，刘绪贻先生还领导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部分史学工作者，在国内史学领域率先开展了对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他主编的《战后美国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根主线，对战后美国经济、内政、外交以及上层建筑作了整体的描绘与分析，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这样的著作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均属一种开创。”

第三、首先提出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

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结果并非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就表明，罗斯福政府推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后来德、意、日实行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福利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刘先生认为，要实事求是地阐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就必须发展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于是，他提出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集中地概括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刘绪贻先生还认为，罗斯福“新政”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当罗斯福的“新政”实践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自觉与不自觉结合以后，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不独基本上克服了30年代经济危机，缓和了阶级矛盾，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它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而且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的途径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

第四、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条新规律

刘绪贻先生根据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从罗斯福“新政”入手，上挂下联，结合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历史过程，概括出列宁未曾预见到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第1条规律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第2条规律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福利国家，虽可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间，但它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新型经济危机——“滞胀”。“滞胀”危机的出现及其发展，是70年代美国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条新规律。

刘先生主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具体论证了第1条新规律，1989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史》，具体论证了第2条新规律。这两条新规律虽然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为典型总结出来的，但它也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实际情况。

第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代 

既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那么，列宁当年描述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否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被一个新的时代所替代呢？在1984年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刘先生初步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指总的趋势而言，并不是说自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一直高涨，它也有出现低潮的时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到目前为止就是如此。……为了便于研究和认清帝国主义这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才把它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低潮的时代。”
1986年，刘先生又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一文中，
更深入地论述了这个新时代。他以美国为典型，分析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经过斗争使自己的经济处境得到改善，不像马、恩时代的无产阶级那样，只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而挣扎，而是谋求“生活得更好”；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压力和国家监督下，不再像马、恩时代那样，只靠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榨取剩余价值，而是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有阶级斗争，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不再是以前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般不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潮。因此，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代。从目前情况看，这个时代是还会有一段不短的持续期的。

总之，刘绪贻先生对列宁逝世以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规律、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系统的自家之言，在美国史研究中已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基本上可以说，他在与史学研究有关的极少数问题上发展了马列主义，重评了罗斯福“新政”，冲破了美国史以至世界史“战后阶段”这一禁区，为建立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甚至世界史新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兰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长武文军同志评价说：“刘绪贻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上有深遽的见解和重大的成就，可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美国发展史的先河，在他的开创下，在国内形成了用现代文明水准评价美国发展进程、探索借鉴美国经验的进步学派”。
而且，如前所述，刘先生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也是适用于整个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

在社会学方面，刘先生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新论点：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具有共同的既得利益，则这种既得利益将是抵抗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刘先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这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趋炎附势，而且不怕牺牲，敢于跳出时代大气候的束缚，探索社会发展远景，提出符合社会长远利益要求的学术思想。从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中，刘先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几条规律：必须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必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有正确的增长模式，必须与全球化进程接轨。

四

老骥伏枥志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刘老虽已离休17载，年届九十高龄，仍老当益壮，雄心不已，手不释卷，著述不怠。他满怀激情地说：“夕阳无限好，何必叹黄昏”，“我的人生哲学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之道主要强调以下3点：第一，要勤奋认真。业精于勤。“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语）。不论炎夏寒冬、节日假日，刘先生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第二，要有求索精神，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务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求索，不断创新。“不能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语），深信“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要科学地论述3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便需要发展马列主义。”
第三，要有点勇气。做学问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而是为了追求真理。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有利，决不能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科学研究无禁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怕阻力和压力。他非常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关注学校的发展和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因而成绩卓著，贡献突出，其先进事迹在全省高教系统作了展览，湖北电视台作了报导。刘先生不仅是离退休老师学习的榜样，也是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典范。衷心祝愿刘绪贻先生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尊重学术  敬重学者
——写在《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面世之际

黄安年  任东来  杨玉圣

2003年5月13日，将是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

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老一辈社会学家。改革开放以来，先生老当益壮，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为此，吾等联络学界同道友好，组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以表达我们对刘先生的由衷祝贺之忱。

一
在我们看来，编辑和出版学术文集是对学者学术生涯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古今中外，大都如此。以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史学界为例，每当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如70岁、80岁等）或从终身教职主动退休时，往往都会有其学生或同道编辑出版一册学术水平很高的专题性文集，既表达对该学者学术成就的承认和敬重，也表示同仁们的学术情谊与合作精神。

反观我国史学界，虽说也曾为少数前辈学者出过类似的学术专集，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尽如人意。以我国美国史研究界为例，尽管老中青学者人才济济，但这一方面的工作似乎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迄今为止，只有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辑过《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本来，在学术传统上，国人一向尊师重教,讲究师道尊严，可惜这种好的作法后来却逐渐式微了。近些年来，情况虽有所好转，但还远远不够。如何从学术界自身开始、然后扩而大之到全社会都真正养成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的环境和风气，依然任重道远。如今我们之组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一书，也是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具体而微地推进此一工作。

与国外学者通常比较重视学者文集不同，我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似乎对单卷本或多卷本的“专著”更加重视，而对于学术文集（无论个人文集还是多人专题文集）大都有一些抵拒心理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所以后者的编辑与出版往往面临更多的难处。事实上，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文集由于议题集中、主题明确、“水分”较少，反而可能比大部分所谓的“专著”更有学术价值。某些以较长时段为选择范围，从众多专家的学术论文中精心选择出来的学术论文合集，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某一领域甚至是某一学科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编辑与出版，能够向学术界和读书界证明:高水准的学术文集有着确凿无疑的存在价值、出版价值与购藏价值。

从1980年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曾编辑过4种美国史论文集（分别由三联书店、东方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它们基本上是研究会年会的论文专集，在时间跨度、主题综合性和研究深度上均受到一定的局限。198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杨生茂先生、林静芬先生选编的《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这是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一种长时间跨度、综合性的美国史论文选集，它为同行和读者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便利。可惜，类似的选本以后即再也没有编辑出版过。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不论是作为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美国研究的分支，都率先进入学科重建、科际整合、学术创新的新时期，其长足进步和迅速发展与黄绍湘、杨生茂、刘绪贻、刘祚昌、罗荣渠、汪熙、丁则民、邓蜀生等老一辈美国研究专家的身体力行及其卓越成就密不可分。尽管像其他一些基础性学科一样，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在今天依然面临着不少突出问题与严峻挑战，但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还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巨大业绩都是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的。特别是在以论文为主要载体的学术创新研究方面，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深度广度、文献资料发掘运用，还是研究课题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的探索尝试，与过去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本书从学术论文这个基本的成果层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就此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上述《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的姊妹篇。

就私愿而言，我们不仅希望本书是老中青三代同仁奉献给刘绪贻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学术蛋糕”，而且也希望本书能成为系统反映有关我国美国史创新性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还希望它能成为便利广大读者了解美国、理解美国、进而推进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理想读本。

二
刘绪贻先生是我们一向敬重的学界前辈，特别是他勇于追求学术真理、敢于学术创新、热心学术公益、不断开拓进取的学人精神，在学界内外，有口皆碑。《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的编辑与出版，不仅是为了向刘先生九十华诞献上一份“学术蛋糕”，而且也是为了表彰和光大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其学人精神。

在这里，我们要真诚感谢本书各位作者的热情支持与通力合作，特别要感谢同样是美国史研究前辈学者的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祚昌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先生、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先生等，慷慨为本书赐稿。已故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生前为刘绪贻先生志同道合的友人，征得周颖如女士同意，将罗先生大作《论美国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收入本书。

本书之能够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和该社社长祝立明先生。在学术著作出版依然艰难如故的今天，要不是祝先生鼎力支持，那么，本书的出版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对于立明先生热心学术、关怀学术的大度情怀，我们深表钦佩！

受编者之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生于展、苏麓垒、张灵灵、李秀英、孙洁琼、胡群英、兰教材，曾协助阅读本书清样，贡献良多，谨此一并说明并志谢。

作为编者，我们虽然已付诸最大努力，但因时间仓促，且学术视界与能力有限，

加之篇幅限制等技术原因，故本书难免沧海遗珠之憾，特此说明，并请读者朋友见谅。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学界晚辈，我们谨向刘绪贻先生再次表达由衷的贺忱与敬意！

2002年9月25日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刘绪贻先生的贺电

尊敬的刘绪贻先生：

适逢先生九十华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 

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先生多年来一直倾力支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工作，为本会的成长壮大做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先生几十年来孜孜以求，耕耘不辍，硕果累累，取得了享誉中外之成就。先生追求学术真理、勇于学术创新、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深得学界内外敬重和众多会员的尊敬和爱戴。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03年4月30日
武汉大学庆祝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纪实

潘迎春

2003年5月13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里喜气洋洋、笑声盈盈，庆祝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座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庆祝座谈会由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张建民教授主持，学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校长侯杰昌、副校长吴俊培、胡德坤等到会祝贺。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老一辈社会学家，新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是全国公认的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学术权威。数十年来，先生在美国史、世界史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孜孜不倦、勤奋耕耘，著述甚丰，成绩斐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学术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13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5年初获湖北省公费资助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7年回国，在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1978年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先生还主持发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任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

刘先生的科研成果丰硕精深，著作等身，主持或参加的译著有12种，专著2部，主编的学术丛书有两套：一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一是和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其中56万字的《战后美国史》和40万字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是刘先生的代表作，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社科成果奖。他负责补充和修改的《战后美国史(1945-2000)》于2002年出版。刘先生撰写了数十篇有关美国史与世界史的重要论文。先生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发展和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先生虽离休多年，年届九十高龄，但依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已，至今手不释卷，著述不怠。先生曾说过：“做学问是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水平有限可以学习提高，但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有点勇气。”这既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也正是先生毕生追求爱国与治学的真实写照。

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学者为表彰和光大刘先生的道德文章，编辑出版了《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原定将为刘先生九十华诞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如举行专场学术报告会，请刘先生在全系教师大会上作关于治学为人的报告，但因目前防非典而不得不顺延。

庆祝刘先生九十华诞座谈会规格之高为我校之罕见，学校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顾书记、侯校长都称誉刘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是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的“镇山之石”，为我校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我校的世界史研究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武大历史系在全国能有那么好的影响，都是老先生们打下的天下。现在正值武大建校110周年之际，希望刘先生继续在珞珈山下推动武汉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继续培养更多的人才。吴俊培副校长说老先生的才华已与珞珈山的文化、人文精神融为一体，道德文章皆为楷模，我们举办这样的庆祝活动非常有意义。历史系教授胡德坤副校长以学生的身分深情地回忆了与刘先生结识近40年来的经历，盛赞先生在美国史、社会学两大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敬佩先生追求学术真理、不断突破创新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崇敬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利益荣誉、不受外界干扰、献身科学的高尚人格。他还赋诗一首以示祝贺：“人生九十古来稀，桃李不言花满蹊。新著连篇传世作，晚霞夕照胜晨曦。”

校长办公室、人文学院、历史系和世界史研究所都为祝贺刘先生的九十华诞敬赠了精美的礼品。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陶梅生教授用金文手书的“学究中西、圆观取精、卓识大器、永求真谛、化感通辩、奋蹄创新”，代表了全院408名教职工对先生的敬仰与贺忱。

刘绪贻先生与其相濡以沫六十余载的夫人周世英一起接受了大家的祝贺。座谈会上，刘先生激动地说，在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在校、院、系、所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举行这样的活动，他表示非常感谢。保证今后在身体健康许可的情况下，老骥奋蹄，继续工作，研究美国当代史，在社会学方面关注十六大以来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以报答各级领导的关心。

参加庆祝活动还有学校人事部、宣传部、组织部、离休干部处、人文学院、历史系的领导和世界史研究所的部分教师，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活动对中青年教师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表示要不辜负老先生的殷切希望，不断提升我们的学术地位，在全国达到应有的地位。大家共同祝愿刘绪贻先生健康长寿。

庆祝座谈会后，武汉大学校报、校电视台、广播台都对座谈会的盛况进行了报道，《武汉大学学报》和《校友通讯》都将刊登专门文章介绍刘先生非凡的九十载人生道路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刘绪贻教授近期成果（1998-2003）
甲、历史学

一、专著

1. 《美国通史丛书》(六卷本)，人民出版社1989—2001年版，2002年10月出版。[与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

2. 《战后美国史（1945-2000）》（本书为《战后美国史（1945-1986）》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主编并参加撰写，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从书》之一]

3. 《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李世洞教授共同主编]

4.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文章

1. 我看美国新经济，《读书》2003年第3期。
2. 罗斯福“新政”的货币政策，《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
3. 世界遗产与爱国、爱人类、爱世界公民意识——《世界遗产》评介，《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7日。

4. 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理论月刊》（湖北），2001年第4期。

5. 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6.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学术界》，2001年第1期。

7.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斗争的回顾与展望，《长江日报》，2000年12月12日。

8. 20世纪世界史中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3期。

9. 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启示，《文化报》（武汉），1999年7月8日-14日。

10. 美国第一个女总统候选人，《湖北日报》“世界博览”第62期。

11. 一个苏联人心目中的小罗斯福总统，《黄河》，1999年第5期。

12. 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载陶文钊等主编《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与林婕合作]

13. 可贵而有效的支持，《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14. 有计划地把“再就业工程”和环保、公共等工程结合起来——罗斯福“新政”对再就业工程的借鉴，《武汉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15. 《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序，《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

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

一、专著

《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二、译著

《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合译、总校] 

三、文章

1. 必须有效监督一把手，《长江日报》2003年4月3日“求知版”。
2. 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长江日报》2002年12月31日第14版。
3. 现代新儒学评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读后，《学术界》2002年第6期。
4. 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长江日报》，2001年9月26日，第13版。

5. 道德须重建，《长江日报》，2000年9月25日，“求知版”。

6. 道德与科学，《长江日报》，2000年9月18日，“求知版”。

7. 道德与法律，《长江日报》，2000年9月11日，“求知版”。

8. 道德与个性，《长江日报》，2000年9月4日，“求知版”。

9. 假实践不能检验真理，《长江日报》，2000年8月21日，第14版。

10. 西汉早期中国社会的重新分层，《华中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11. 《农村社会学》序，李守经主编《农村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 应该改变学术期刊等级制度的“土政策”[计划经济阴影下的高校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学术界》，2000年第1期。

13.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发展——我的社会学研究历程，《时代的回响——新中国武汉地区社会科学评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 中国儒学统治是怎样开始的，《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15.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贡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6.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几条规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7. 人权的演进与我国人权保障，《长江日报》，1999年1月4日。

18. 富了方丈穷了庙，《长江日报》，1998年11月23日，第13版。

19. 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做主，《长江日报》，1998年11月14日。

20. 怎样纪念校庆，《长江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7版。

21. 说教和强权证明不了真理，《长江日报》，1998年9月21日，第12版。

22. 假想的社会发展趋势，《长江日报》，1998年9月5日，第7版。

23. 谨防“利令智昏”，《长江日报》，1998年5月18日，第12版。

24. 打破反腐禁区，《中国改革报》，1998年5月6日，第6版。

25. 防止思想僵化需要制度保证，《中国改革报》，1998年4月15日，第8版。

26. 当官不是做老爷，《长江日报》，1998年4月6日，第13版。

27. 从“人狗奇缘”谈起，《长江日报》，1998年3月30日。

丙、时论与随笔

1.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黄河》杂志2003年第2期。
2. 硝烟弥漫闯花旗，《武汉晨报》，2002年5月18日第8-9版。

3. 八十九岁断想，《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

4. 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长江日报》，2000年1月1日。

5.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6期

6. 奉命竞选教授会主席，《文化报》，1999年5月13日-19日第6版。

7. 回忆不一定都能净化人的心灵，《长江日报》，1998年4月4日，第7版。

附注：

本刊曾于1998年的第1－2期发表过英堂整理的刘绪贻先生在1998年之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此后刘先生耕耘不辍，又有大量的新著面世。这里收录了刘先生在1998年至2003年6月的著作目录，其中2002年10月之前的内容来自《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收录的《刘绪贻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初编）》（英堂整理），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的内容由刘绪贻先生本人提供。

有关刘绪贻教授采访报道及论著评论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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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安年：务实创新 富有时代气息——评刘绪贻教授主编《战后美国史》（增订版），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148&type=1002，200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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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英堂：《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简介），《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25. 吴怀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武大是史学家刘绪贻推出《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长江日报》，1995年3月20日。

26. 李存训：刘绪贻先生小传，《社会科学动态》（湖北），1995年第1-2期。

27. 吴怀连：“新政”新理论，《读书》，1994年第7期。

28. 李存训：刘绪贻先生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贡献，《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29. 于 真：高龄八十意犹酣——祝贺刘绪贻老学长八十大寿，《校友文稿资料选编》（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2辑（1993年8月）。

30. 李存训：平生敢作湘累问 不用扬鞭自奋蹄——访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教授，《社会科学动态》（湖北），1993年第7-8期。

31. 罗东山：大力开展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长江日报》，1992年10月5日。

32. 杨玉圣：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从两部美国现代史新著说起，《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

33. 张宏毅：评《战后美国史》，《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34. 张永宏：《战后美国史》简介，《武汉大学报》，1989年11月10日。

35. 羽侠：打开你眼前的美国——简介《战后美国史（1945-1986）》，《长江日报》，1989年10月3日。

36. 民：《战后美国史》出版，《北京晚报》，1989年10月3日，第4版。

37. 张永宏：总把真情连故园——访刘绪贻教授，《社会》（沪），1989年第6期。

38. 张永宏、李建平：痴心不改 上下求索——记刘绪贻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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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武冈子：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尝试——评介《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光明日报》，1988年6月14日。

45. 杨玉圣：《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评介，《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46. 李剑鸣：可贵者胆 所求者新——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47. 吴怀连：美国史研究新成果（《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读书》，1988年第5期。

48. 刘末：新概念·新规律·新动向——《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文汇报》（香港），1988年5月8日。

49. 刘末：《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人民日报》，1988年5月6日，第5版。

50. 杨连德：探索无穷期——记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教授，《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

51. 可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探索，《湖北日报》，1988年2月25日，第4版。

52. 马绝尘：《美国现代史丛书》简介，《博览群书》，1985年第7期。

53. 新斌：《美国现代史丛书》开始出版，《人民日报》，1985年2月18日。

54. 朱庭光：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

新：《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出版，《人民日报》，1984年3月23日，第5版。

附注：本文发表于《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收录的《刘绪贻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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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会初创时期为编写《指南》
中国部分

与美方打交道的复杂过程

黄绍湘

编者按：

光阴荏苒，美国史研究会已经历二十余载的风雨历程。经过老一辈学者艰辛努力和众多会员的长期鼎力支持，本会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团体。本期通讯开设“研究会历史回顾”栏目，以挖掘与弘扬我会的精神遗产。欢迎我会会员为该栏目撰稿。诚如我会顾问、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世洞先生在来函中的建议，“为了给后人留下关于学会历史的宝贵资料，建议秘书处现在就抓紧请现在还健在的老前辈写些回忆文章，为将来写会史打下资料基础。”我会首任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率先撰文，追忆研究会成长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历程。
回顾我国美国史研究会（以下简称我会）初创时期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和《指南》主编刘易斯·汉克打交道的艰苦过程，抚今忆昔，感慨万千。1979年美方邀请我方参加编写《指南》中国部分，在双方同意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达成的协议，我方承诺编写中国部分后，美方不断制造麻烦：首先将编写资料的内容由研究与教学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继而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邀请台湾方面编写1970年以前中国部分，企图在编写《指南》工作中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打开缺口。在我方坚持原则和台湾同行顾全大局，拒绝参与的情况下，美方终于越俎代庖，草率从事，致使我方准备的材料未能编入。这种不愉快的插曲已成往事，丝毫无损于我国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及中美两国学者交流日益扩大的趋势，而《指南》不包括中国自己编写符合历史实际的资料，却是一大缺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历史悠久而文明未曾中断的泱泱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大作用的今天，这个缺陷就显得更加突出。

经手办理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刘绪贻和我还健在，见证人丁则民已仙逝，杨生茂、张友伦同志知之不详，我会顾问，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同志，世界历史所所长刘思慕同志，均已作古。我不仅参加经办这件事，还有幸在我1985－1986年赴美访问、讲学期间，在莱特大学图书馆浏览了这套沉甸甸的汇编，我复制了其中与我方有关的几篇文章，并摘录苏、英、法等国的报道，和美国著名黑人历史学家富兰克林的序言提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指南》编纂的48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是按美方对我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写的，全都是按照本国研究美国史的实际情况撰写的。美方对我方提出的难题居心何在，路人皆知。幸而台湾同行从大局出发，并未参加编写，难能可贵。美方的企图并未得逞。

我出于历史责任感，早就打算写一篇详尽的报道向我会全体同志汇报，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一、我在美国史研究领域战线拉得太长，而个人水平不高，忙于补拙工作；二、这件事虽是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件小小的涟漪，但涉及的资料（通信、《指南》简讯、备忘录以及我方善后工作方方面面）虽称不上纷繁浩瀚，却也相当庞杂，非花大力气进行分析、研究，几次写出开篇未能继续；三、近年来健康状况欠佳，几乎每年都因重病住院，体力大不如前。现在考虑自己记忆力严重衰退，来日苦短。而我会会员日渐扩大与年轻化，年轻的会员对此可能毫不知情，与其蹉跎岁月，不如不计工拙，先写一简略汇报，以后如尚有余力，当作些补充，也希望当时参与此事的其他同志补正。这份汇报拟分为：（一）我方承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的经过和我方的善后处理；（二）《指南》概况简介。由于时间关系，现将前者汇报于后：

1979年7月，美国历史协会和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共同赞助编辑《指南》一书，定于1983年或1984年出版，作为对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的献礼。10月，《指南》主编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易斯·汉克分别致函世界历史所所长刘思慕与我会负责同志黄绍湘、刘绪贻，邀请我方参加编写《指南》中的中国部分，其内容为概述1945－1980年我国美国史教研情况，当前的主要研究机构，学者发表的著译、文章，以及这一时期主要档案资料、刊物、出版物等，来信并云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应邀参加。我会理事会全体同志一致同意参加，但事先必须由美方对台湾问题明确表态，遵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由我方编写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部分。我会理事会的意见得到社会科学院及世界史研究所领导的同意与支持。1980年3月13日由我会理事长黄绍湘和秘书长刘绪贻复函汉克。同年4月10日汉克在复信中表示个人同意。7月11日，《指南》最高决策机构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汤普森又来函称该委员会一致同意我方提出的原则。可是，到了10月美方突然提出苛刻的要求，我方不仅要概述中国美国史教研情况，还必须涵盖对美国移民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体育史、社会史、政治思想史诸多内容。我会当时正处于初创阶段，教研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我会理事会将美方变卦的新情况提交10月18日我会在烟台召开的第一届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大会建议请美方考虑，同意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我们难于承担编写任务。黄绍湘根据我会第一届全体大会的建议，于12月26日致函汉克。同时，世界史研究所科研处与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就编写工作地积极展开了全面部署，并在武汉地区聘请了兼职人员，开始试点的调研工作。次年1月13日汉克代表美方，一方面复信对大会的建议

表示不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暗中活动，企图利用编写《指南》的机会，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根据当时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进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转来汉克致《指南》顾问委员会主席汤普森的第一次备忘录（1981年1月7日），内称：为减轻我方“繁重任务”的负担，建议我方只承担1971－1980年的中国部分，至于1945-1971年部分，美国准备物色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史学家承担。汉克的第二次备忘录（1981年2月13日）又声称：将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籍华人王翼写一篇关于中国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资料。这些信息使我们提高警惕。3月下旬，汉克来信提出拟于5月初来北京和台北访问。经过世界历史研究所领导同志与我会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同志（用通信方式）磋商后，由黄绍湘执笔于4月4日致函汉克通知他我们已推定刘绪贻同志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的主编以及我们近来调研工作的情况，同时重申双方早已达成的协议，按中美建交原则处理。《指南》中国部分应该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体。我们欢迎台湾学者或其他方面的学者提供各种资料，但均应交我方主编审定、汇总。结果汉克并未来北京。却于10月11日突然以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措辞致函黄绍湘，自称代表顾问委员会的意见，除指责外，借口减轻我方负担，提供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安排”，新的“协议”，和盘托出罗荣渠教授早已传递的信息，即美方拟委托台湾美国史研究机构写1945－1970年部分，我方只承担1971－1980年时期我方对美国史的教研情况。汉克来函措辞粗暴无理，还以蔑视的口吻，说我方过问编写台湾方面的资料，从业务上（学术上）说来是没有好处的，说“台湾的教授们更富有知识”。他下结论：“只要你们（指我方）坚持要控制《指南》中的台湾材料，在美国史学界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性而非业务性的决定”。

汉克来信的安排，实际上是企图在《指南》编写中树立“一中一台”的先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此，由黄绍湘出面，邀请刘绪贻、杨生茂同志来京研究对策。5月26日上午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了讨论会，参加者有刘绪贻、杨生茂、黄绍湘、程西筠、薛少明、冯鸿志，大家一致认为，汉克的新安排显然是配合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大气候的举措，我方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智来回应，重申《指南》中的中国部分应符合中美建交公报“一个中国”原则，美方应遵守承诺，我方之所以承担这项工作，完全出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和学者的了解和友谊的善意，我方将尽力而为，克服困难，如没有外来干扰，可以在指定缴稿日期（1982年6月1日）完成。我方相信美国史学界对我们会加以谅解。黄绍湘根据讨论的精神，写了复信，措辞谨慎平稳，无懈可击。以后双方还进行一些书信来往。我方并且将我方准备编写中国部分的具体规划草案送交美方提意见，美方坚持其既定方针，一意孤行。双方立场、观点距离甚远，最后只得分道扬镳。

但我方并未停顿，为维护我国尊严和信誉，我方在美国史教研、出版的同志出于责任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将《指南》中国部分编写工作进行到底。我会指定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同志牵头担任总编、审稿工作。下设编写组，除西北地区外，北京、天津、东北、华北、上海、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从事美国史教研、出版的同志均有专人负责调查、整理或编写工作。所有资料要求详尽、具体、翔实、可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活动，一方面检阅自己力量，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美国史教研和出版工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借此机会将国内教研和出版工作的成就向国外介绍，扩大学术交流。我们的编写方针是：尽量适应美方对《指南》中国部分的要求，但总体上要体现以我为主，如实地介绍我国美国史研究由无到有，逐渐发展的事实。按时间顺序，将我国美国史研究全过程分成五大阶段：（一）1945年以前，（这一阶段可以简略些）；（二）1945－1949年10月；（三）1949年10月－1966年6月；（四）1966年6月－1976年10月；（五）1976年10月－1980年。前两阶段均需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两部分，并侧重介绍有代表性的著作，对那些对美国阿谀、歌功颂德的著作，译述要加以分析，慎重选择。对第四阶段即十年浩劫期间反美文章要突出时代背景，加以慎重选择、分析。对第三、第五阶段教研和出版可做较详细的介绍。

关于台湾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是我们极端重视却又感到艰难的焦点，初步决定通过官方和私人渠道进行，有专人负责。各地区档案馆有关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档案资料，由专人负责汇总与编写。

《指南》中国部分预定1981年12月完成（因美方规定缴稿的截止日期为1982年6月1日，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参与国家未能按指定时间交稿，《指南》也未能按预期出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总编刘绪贻邀请霍光汉等我会会员组成临时工作组，分别赴华东、东北、华中、华北地区作调研、统筹工作。各地区编写人员加强联系，着手编写本地区美国史教研情况，武汉大学编写组首先推出湖北省关于教研与出版物的情况报告，1945－1951年（草稿）。北京编写组汇总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关于台湾美国史教研的情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柯可执笔，公开发表《台湾的美国史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我会会员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指南》中国部分已初具规模，但被美方拒于门外。然而这丝毫不能阻止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写成于2002年春


Formative Influences on American Thought:
Pietism and Rational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amuel C. Pearson
The task I have set for myself today is the explanation of a curious contradiction at the heart of American consciousness that enables Americans to be both profoundly religious and profoundly secular simultaneously.  It is frequently observed that, while America is clearly in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it remains quite traditional religiously with a higher percentage of its people expressing a belief in God and a religious commitment of some sort than in any other Western industrialized nation.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given increased visibility in the person of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seems on the one hand to be the most explicit and unambiguous American advocate of realpolitik since Henry Kissinger and yet on the other speaks of a deep personal religious faith and obscures his political pronouncements by allusions to cosmic forces of good and evil which sound far more medieval than modern.  What can a historian make of this?
I find the roots of this curious American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in the ideological forces shaping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an colonies in the Americas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forces that profoundly affected American thought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is was an age of 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 an age of rejec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ism and religious warfare that preceded it.  Yet that reaction and rejection took distinct and distinctly different forms, primarily the forms of rationalism and pietism, which coalesced briefly in America in the 1770s but which then proceeded along quite divergent pathways.  America as a nation was born in the brief moment in which these two forces coalesced and has subsequently been unable to resolve its divided loyalties as the two moved apart.
In 1648 at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Europe put an end to more than a century of religious warfare.  This warfare left European peoples with a profound distrust of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and ideology.  Simultaneously, the combined impact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new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mass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printing was shaping a new European mind.  In rapid succession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revolutionized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world and posed a serious challenge both to conservative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o theories of divine right monarchy which appealed to the authority of revelation and tradition rather than to experience and relied on governmen​tal power rather than popular support.  Thus, Western society found itself in a period of dramatic change in which traditional modes of thought seemed to be losing their authority. This was equally true with respect to mode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modes of religious thought.  European culture including the culture of its colonial outposts in America was clearly in a state of crisis.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wo distinct responses to this crisis could be discerned both with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ociety generally as well as within their religious communities. One, the response of rationalism, was an attempt to shift the grounds of knowledge and belief from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to reason and experience.  The other major response to this crisis, seen especially with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ligious community, was an effor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form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of European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with its dependence on orthodox theology enforced by the state and to emphasize rather the personal aspects of religi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God and to the community, the experience of conversion, and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piety.

The descriptive term commonly applied to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thought is enlightenment, a term created by the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to describe the freeing of the human mind from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 superstition, and authority.  The enlightenment was born in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pervasive and repressive authority of church, state, and university; and it represented the opening of avenues through which people could challenge tradition and seriously entertain new ideas and new programs.
In his little book entitled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the American historian Carl Becker has given us a summary of some of the dominant ideas of enlightenment thinkers.  These he insisted were nature, reason, liberty, happiness, and progress.  These ideas were elevated to a new level of importance, they were frequently redefined, and they were interrelated in new and interesting ways.

While nature and the natural became virtual synonyms for deity, reason was believed critical in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s from authority and superstition.  Reason was seen as a tool placed in the hands of men and women with which to address their problems and to order their lives.  Reason and the reasonable were perceived as the only appropriate avenue toward truth or goodness.  Thus reason was pitted against authority or tradition, against ideas and norms of conduct said to rest on revelation in the realm of religion or on sovereign command in the realm of government.  Reason was perceived as the appropriate tool with which to judge the legitimacy and propriety of all such externally imposed demands.  Thus the term enlightenment conveyed the notion of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cceptable authority for human thought and conduct: from externally imposed ideas bas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e state, or the university to individually discerned ideas reach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eason to the problems at hand.
This rationalistic frame of mind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America just at the moment of her independence and of the framing of the new nation.  It clearly shaped the world view of several of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especially Jefferson and Franklin who were as much indebted to it as to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or to 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
Henry F. May in his splendid book, 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traces several overlapping phases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in America, the moderate enlightenment of 1688 to 1787 in which the ideas of John Locke and Isaac Newton gained currency in America, the skeptical enlightenment of 1750 to 1789 in which the ideas of David Hume and Voltaire were popularized, the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 of 1776 to 1800 which nurtured idea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n culminated in Europe in the secular millennialis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finally the didactic enlightenment of the period from 1800 to 1815 during which Americans sympathetic to this mode of thought,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first, moderate phase of the Enlightenment, struggled to rescue some remnants of it from the religious revival and reaction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For rationalist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mind mattered more than the heart, reason more than revelation, morals more than miracles, public virtue more than private salvation."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ucated Americans who prided themselves on their familiarity with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f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deas which were extraordinarily varied among themselves but pointed in general toward an appeal to reason as opposed to an appeal to authority for resolution of life's problems generally and specifically for guidance in the realm of statecraft and religion.  Enlightenment thought found warmer reception among educated elites tha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but, as Martin Marty observes, the common people were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ir leaders. 
A great deal of this thought found its way into what Robert Bellah terms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the religion of American nationhood celebrated in the Fourth of July, Memorial Day, Thanksgiving Day, and similar observances which are quasi-religious holidays but are not identified with any specific religion.

It seems clear to me that, whatever else can be said of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enlightenment must be judged to have been a critical influence in shaping early national thought but equally to have been primarily of moderate influence.  Rarely did Americans express the more radical views of the Continental enlightenment.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s much more akin to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s characterized by the ideas of John Locke or of Adam Smith.

Benjamin Franklin is probably the classic example of an enlightenment fig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  His Autobiography no less than his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commercial endeavors reveal his belief in human reason as an adequate tool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make it more humane and rational.  Affirming that “virtue is a code and expression of life,”  Franklin emphasized Puritan values of frugality, temperance, and industry.  And ye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his goal in pursuing these virtues was not the Puritan goal of holiness or of glorifying God but the enlightenment goal of happiness and progress.

Thomas Jefferson, author of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ird president of the nation, is another classic example.  Jefferson pursued the enlightenment ideal of a many-sided intellectual life in service of the public good.  He was a scientist, architect, and philosopher as well as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He establishe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insisted that all citizens required and must be provided at least a basic education.  He insisted that the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are not subject to the coercion of laws and that rulers have no rights over human consciences.  Religion, he insisted, lies outside the realm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ince “my neighbor’s religious views neither pick my pocket nor break my leg.”  Reason and free inquiry are the only effectual agents against error, and truth is mighty and can defend itself.  Coercion only turns some into fools and others into hypocrites.

There were, of course, countless others of this generation who would require mentioning if we were to propose a full catalogu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ed to enlightenment thought: Dr. Benjamin Rush, James Madison, John Adams, etc.  For a full half century or more, American political elites–those who shaped the new nation–were wed to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that was comme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se men and their convictions created the world’s first modern secular state and set it on a course in which reason should guide its decisions and progress and happiness should be its goals.
However, as I suggested earlier, rationalism was only one eighteenth century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age.  The other was pietism.  Though rationalism had a profound impact in America and clearly shaped the thought of elites, pietism had an equally significant impact, particularly upon the rank and file, the citizens who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visib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other major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as a movement with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ligious communities design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endless theological disputes that had,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led to ideological and military conflict and to revitalize an increasingly formal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Pietism, which preceded but was closely akin to British evangelicalism, was no les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ideas of the earlier period than was rationalism.  It sought to resolve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s within Western religion by emphasizing the personal aspects of religi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God and to the community, the experience of conversion, and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piety.  While the rationalists rejected much of the Western theological tradition as irrational, pietists simply ignored it as irrelevant.  Thus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movements represented complementary attacks on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both within the church and, insofar as establishments of religion remained the norm, within the state which sustained the church.  Pietists were less concerned with churches, sacraments, and clergy than with an individual’s right relationship to God nurtured within a small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persons.  With roots in some of the radical movements of the Reforma​tion era, pietis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ministry of Philip Spener, a Lutheran pastor in Frankfort and later at Dresden, and with the city of Halle whose university became a center of pietist activity through the labor of Spener's friend August Hermann Francke.  Count Nicolaus von Zinzendorf became committed to the pietist program of Halle, and through him pietism spread to the Moravian Church.  Many Moravians emigrated to Pennsylvania bringing pietism to America where it spread among other religious groups establishing a receptivity toward the emotional fervor and individualism which eventuated in a religious upheaval termed the Great Awakening.
Because of immigration patterns, the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of British America were far more diverse and included a much larger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unsympathetic to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order of Europe than was the case in Britain or on the Continent, or, for that matter, in New England or the southern colonies.  As early as 1725, an early evidence of the potential of pietism to threaten tradition appeared there when the Dutch Reformed pastor Theodore J. Frelinghuysen.  Frelinghuysen, sent to America by the Classis of Amsterdam,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to serve churches in the Raritan Valley of New Jersey introduced a radically new disciplinary measure for his congregants.  Profoundly pietistic, Frelinghuysen  embarked upon a program of reform which included evangelistic preaching, vigorous enforcement of church discipline, and demand for a conversion experience as evidence of election.  However, he went beyond the tradition of Calvinism in presuming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elect from the unregenerate in the congregation and by exclud​ing from the communion table persons lacking a satisfactory experience of new birth.  Charges were filed against him with church authorities in Amsterdam, and he was reprimanded.  Nonetheless, many of the parishioners, particularly younger and poorer persons, supported the pastor; and the middle 1720s witnessed a dramatic revival marked by an increase in church membership and in participation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From the Raritan valley the revival spread through other Dutch communities in New Jer​sey, Pennsylvania, and New York.
Moreover, the revival quickly influenced English-speaking settlements, largely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Tennent family.  William Tennent was a Presbyterian pastor who had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before migrating with his family to America.  While pastor at Bedford, New York, he educated his sons in his own home though Gilbert, the eldest, subsequently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from Yale.  Moving to Neshaminy, Pennsylvania, in 1727, the father established his own college, known derisively as Tennent's "log college."  Tennent also emphasized the inner and spiritual element of religion in educating his sons and other young men who placed themselves under his care in the school.  From 1726 to 1746 Tennent educated sixteen to eighteen men; and many of these, including three of his sons, entered the Presbyterian ministry where they formed the nucleus of a revival party.
Gilbert Tennent became pastor of a Presbyterian church a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in 1726 when the revival among the Dutch Reformed parishes was at its height.  There he met Frelinghuysen and found in him a kindred soul who provided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Tennent began preaching a message centering on the terrifying threat of damnation for sin in order that his listeners might become better prepared to receive God's for​giveness and salvation.  By 1729 there was a spirit of revival abroad in Pres​byterian churches of the area.  Revivals were also encouraged by John and William Tennent, Jr. in their ministries and by log college graduate Samuel Blair.  Jonathan Dickinson, a Presbyterian pastor of New England background serving a parish at Elizabeth, offered support.  In the decade of the 1730s there were several local revivals in the area, and in 1735 some of Gilbert Tennent's sermons were published, enhancing his reputation.
Presbyterian revivals provoked the same type of controversy and criticism as had those among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es.  Enthusiastically endorsed by some elements of laity and clergy,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reason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rmalism which lay heavily upon the churches, the revivals were feared and challenged by those who saw in them elements of fanaticism and disorder.  Generally revivalism divided Presbyterians along the lines already established.  Those who had supported strict doctrinal standards ​feared and opposed the revivals.  Their vision of the church was that of the state church of Scotland, a national church including all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by necessity, concerning itself more with creed than with the more subjective and difficult ques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conver​sion.  The other faction subordinated questions of creed subscription to, in their eyes, the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vital piety.  To this party the revivals appeared to be a godsend.
In Puritan New England, the arrival of the Awakening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ministry of Jonathan Edwards in Northampton from 1729.  Concerned about worldliness and the spread of Arminianism, Edwards encouraged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his congregation.  Though his sermons lacked the flamboyance of those of Tennent, they provoked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religion.  A revival spread from Northampton through the Connecticut valley.  As it subsequently waned in Northampton, Edwards set about describing his experience in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737 and in Boston in 1738.  Edwards described how the youth of Northampton "by degrees left off their frolicking, and grew observably more decent in their attendance on the public worship."  The book won Edwards considerable fame, and many found in it a manual for improving their own revival efforts.

Into this setting of widespread religious declension, relieved increasingly through the 1730s by local but intense religious revivals, came George Whitefield, an already famous English evangelist and associate of the Wesleys.  Though he had earlier made a brief visit to Georgia where he laid the plans for an orphanage before returning to England for ordination and a successful revival tour there, the American Awakening began in earnest when Whitefield stepped off the ship at Philadelphia early in November 1739.  In a tour of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Whitefield traveled by road and ship up and down the coast from Maine to Georgia.  Everywhere he went, but particularly in the coastal cities of Charleston, Philadelphia, Boston, and New York, Whitefield gathered large audiences, aroused his hearers to concern for their salvation, and stimulated a multitude of American clergy and lay exhorters to follow his example in carrying the revival into inland towns and frontier communities.  Combining enormous energy, and acute sense of the dramatic, magnificent vocal control, an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propaganda, Whitefield provided both the catalyst and the cohesiveness of this series of events that is generally termed the Great Awakening.
Whitefield's reputation as a revivalist had preceded him; and, wherever he went, to Philadelphia, to New York, to Charleston, to Newport, and to Boston, he was met by enthusiastic crowds but also frequently by controversy.  Gilbert Tennent followed Whitefield to Boston and remained there for several weeks preaching to large congregations.  Tennent was a terrifying preacher, the prototype of the hell fire and damnation revivalist.  A contemporary observed that he "exhibited the dreadful holiness, justice, law, threatenings, truth, power, majesty of God; and his anger with rebellious, impenitent, unbelieving and Christless sinners; the awful danger they were every moment in of being struck down to hell, and being damned for ever; with the amazing miseries of that place of torment."  Jonathan Edwards also increased his own itinerant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Connecticut valley after Whitefield's visit.  His most famous sermon,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was preached at Enfield on July 8, 1741.
While Whitefield and Tennent were unquestionably the dominant figures in the Awakening, effectively using every weapon of propaganda and rhetoric in their campaign for a vital piety, they may with equal cogency be seen as catalysts, arousing numerous hitherto sedate and settled pastors to hit the revival trail.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Whitefield's journal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bits and pieces almost as quickly as he could pen them and the remarkable press accounts of the scope of the awakening in the coastal cities and with the detailed guidance of Edwards' Faithful Narrative, an army of clergymen spread out across the American landscape carrying the revival into the hinterland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frontier settlements.  It was they who assured that the revival would reach every element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majority of clergy and laity in American churches other than tho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Society of Friends seem initially to have been receptive to the Awakening and hopeful of its beneficial results, the unrestrained enthusiasm of the revivalists, their common practice of entering parishes uninvited, their censorious attacks upon less revivalistically inclined clerg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olerate if not to encourage physical manifestations inevitably led to sharp controversy.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is controversy led to an actual denomination division into "Old Side" and "New Side" parties.  Similarly in New England, Puritan churches divided between "Old Lights" and "New Lights."  The former, the anti-revivalist party, was led by Charles Chauncy of Boston's First Church.  He and Edwards debated the issues in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and both Connecticut and Massachusetts passed laws in an attempt to restrain excesses.  Many sympathizers with the Awakening in New England formed Separate congregations for a time, but they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old Puritan churches or joined Baptist congregations.
The Awakening dramatically and permanently altered the shape of American religion.  The 1740s constitute a watershed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stablishment to separation and from coercion to persuasion.  The Awakening shatter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geographical parish and replaced it with that of the denominational church as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like-minded and like-hearted individuals.  It radically transforme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inister to his parish, making him dependent on public opinion.  Thereby the ministry came to emphasize not profound scholarship or impeccable orthodoxy but emotional appeal and consummate political skill. The logical and ordered but often dull sermons of earlier America gave way to the exciting but seldom significant bombast of the revivalist.  Though it was profoundly disruptive in virtually every denomination it touched, the Awaken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united front of revivalist clergy and laity transcending sectional and denomi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us established the basis for broadly based evangelical programs which were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which reflected the Awakening's interest in personal 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By enlisting youth and elements of the dispossessed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churches, the Awakening shattered much of the elitism of colonial religion, momentarily reduced cer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egalitarian popular churches of 19th century America.  It also challenged traditional and restrictive grounds of authority such as caste, age, and education in favor of authority based upon a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t least conceivably, accessible to all.
Though no one could have foreseen this result, the Awakening spelled the demi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in America.  The divisiveness and strident sectarianism of the revivals produced intense pressure upon government in those colonies maintaining establishments.  Non-established groups insisted upon full toleration, and slowly and grudgingly the establishments gave ground.  Significantly, neither establishment, Congregationalism (Puritanism) in New England and Anglicanism in the South, was a major beneficiary of the Awakening.  A generation after the Great Awakening, six of the nine establishments of religion were gone, and the remaining three subsequently withered and died.  The beneficiaries of disestablishment were those traditions such as the Baptist, Methodist, and Presbyterian which could more easily accommodate the revivalist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 emphasis on individualism, lay leadership, and equality of the saved.
The way t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religion was also profoundly altered by the Awakening.  Formal theology gave way to experie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clergy to the authority of personal conviction.  The slow process of religious nurture came to be neglected for the quicker process of revival with its more dramatic though often more ephemeral results.  Religious responsibility was redefined in a more personal, less communal way.  A dichotomy emerged between the world of affairs and the world of religion.  Though the Awakening assured religion of a place as a mass movement in America, it undermined the significance which religion had held for earlier generations as a kind of tutor to the magistrate.
For all its Calvinistic insistence upon human inability, the Awakening proved a powerful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dividualism, and a sense of equality and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By giving the individual a self-authenticating religious experience, it freed him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clergy. Though emotionally at the opposite pole from the rationalists of the Enlightenment, evangelicals emerged from the revivals with strikingly similar views of human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The evangelical's simplistic approach to problems, seeing everything as good or bad,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American thought.
The Awakening was also an influence of no small significance in preparing fo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 serv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transcending colonial and sectional divisions.  At a more profound level, the ideology of the Awakening, individualistic, egalitarian, and anti-authoritarian, coupled with its emotional intensity, made the awakened attractive candidates for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hough at first glance pietism and rationalism appear to be radically different movements, and though they are in many respects quite different, they both grew out of a profou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world-view of the earlier period and thus shared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ideas.
John Locke, the leading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 of Britain, may well b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is complex relationship.  Locke rejected the Cartesian concept of innate ideas and appealed to human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human understanding.  His works early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Yale College library where they influenced, among others, the young Jonathan Edwards who would later be a dominant figure in the Awakening.  Edwards was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which the Englishman put forward an empirical epistemology in opposition to the popular rationalism of Descartes and the Cartesians. 
American statesmen would find greatest interest in Locke's defense of government based on social contract and would use it in a manner never envisaged by Locke to dem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But many other Americans were influenced by Locke’s religious writings, three letters advocating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a little book called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in which Locke sought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defense of Christianity by appeal to scripture or to church authority with an appeal to human reason. 
Twentieth century thinkers find his arguments unconvincing, but at the time they offered a welcome alternative to authoritarian religion: again, an appeal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Thus both rationalism and pietism rejected appeals to authority and found an alternative in an appeal to experience.
These two movements, rationalism and pietism, argued Sidney Mead in The Lively Experiment, both roote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obverse sides of a single movement, briefly flowed together at the momen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Both shrugged off appeals to authority whether of church or of state, and both found in human experience a counterweight to such appeals.  Pietists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the warm heart and rationalists with a reasonable government and a religion of simple morality.  Both vigorously opposed the power and control of establishments of religion and believed, as Jefferson clearly stated, that establishments of religion corrupt both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Thus, and in spite of many latent differences, the urbane pressure for freedom from liberals like Jefferson and Madison was supported by an overwhelming left-wing Protestant public opinion aroused by a desire for religious expression free from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which survived in nine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at the outse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ir objectives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perceived their problem in a similar manner and shared a strategy for realization of their aims.  This alliance brought forth separation from Britain and a new secular nation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of church and state was one of benevolent neutrality.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is brief alliance of pietism and rationalism resulted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s of each.  The rationalists achieved separation from Britain and the freedom to construct a new frame of government on secular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e pietists achieved full freedom of religion.  Of the nine colonial establishments, six were Church of England establishments.  All of these collaps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revolution.  The alliance of throne and altar brought down the English church no less than the English monarchy in America.  Though the New England Congregational establishments had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the revolution and though they seemed so well entrenched that John Adams could tell Isaac Backus, leader of Massachusetts Baptists, that he might as well expect a change in the solar system as to expect Massachusetts to drop its establishment, that is precisely what Massachusetts did in 1833, thereby becoming the final state in the U. S. to separate church and state.
At that point a curious realignment took place.  From 1740 until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ietism viewed the colonial establishments as their opposition and joined with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ts in an attempt to break the coercive control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However, once disestablishment was the accepted pattern, pietists found that they no longer needed the rationalist alliance and that in many respects they held more in common with their old adversaries in the established churches than with their recent allies.  At this point pietists simply abandoned the rationalists and made common cause with the formerly but no longer established Christian groups.

Thus the two great ideological forces that had come together to foment revolution in America parted company.  As Alfred North Whitehead observed, this schism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it became difficult to trust a pious man’s reason or a reasonable man’s piety. 
American thought was born in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two movements.  As they have moved apart, Americans have found themselves with deeply divided loyalties.  They are not entirely comfortable in either camp if it requires rejection of the other.
So public figures in America generally pay homage to both traditions.  Alexis deToqueville, observing Americ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lluded to this complex issue when he observed that wherever one goes in America expecting to find a priest, he finds a politician while wherever one goes expecting to find a politician, he finds a priest.
 The language of George W. Bush suggests that little has changed in this regard in the past hundred and seven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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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成功尝试

——评《都市化时代》
王  旭

长达39万字的《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梁茂信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我几乎是一气读完的。我与作者师出同门，并同样在美国城市史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看到如此有份量的新著面世，自然欣喜不已。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城市史的研究，自1996年在长春举办“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著迭出。到目前为止，除对美国城市史的全面宏观性探讨外，对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与种族关系、城市化的社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与交通运输、城市化与高科技园区、城市环境与生态都有专门论述，对具体区域如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城市化的某些典型特征，对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费城、丹佛、匹兹堡、菲尼克斯、迈阿密、西雅图等具体城市都有专题论文或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探讨，各类论文粗略计算可达近百篇。梁茂信于1996年完成第一部专著《美国移民政策研究》后，开始将研究重点由外来人口转到国内人口，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美国城市化进行诠释。曾以“百年来美国的移民与社会问题”为题申请到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资助，后来又在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下，到美国专攻这一课题。积6年之功，最后推出这部厚重的专著。此书的出版，为我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锦上添花，同时也丰富了这个领域内的跨学科研究，为城市史研究向深度探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实在是可喜可贺。

从人口流动角度研究美国城市，进而解读美国社会问题的成因，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视角。在美国这样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有流动迁徙的“遗传基因”。而且，美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存在差异，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人口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其流动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窗口，它的流动，增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人口的流动又与城市化密不可分，梁著发现，在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明显特点是大都市区的优先发展，结果，到20世纪末，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80%以上。所以，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实即大都市区问题。与传统的城市化不同的是，大都市区化的人口集中程度更高，因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更庞杂，更难于治理。在美国的体制下，有关城市社会问题的法律多如牛毛，但仍有如此多城市社会问题和暴力事件乃至骚乱出现，实在是值得认真思索和研究的。目前已有关于人口流动与社会问题的初步研究，但多属罗列现象，论及边枝末节，没有切中要害问题，也很难深入到具体细微的程度。梁著从人口流动角度、结合美国大都市区化的历程及其特点进行探讨，有助于更准确认识美国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的症结，深中肯綮，选题更胜一筹。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梁著对人口流动和都市化的关系及其后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高度，融入他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系统分析。全书共分为11章，前6章以空间结构变化为主线，分别探讨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城市化、中心城市、郊区化和隔都化的关系，各有侧重。其中，第一章从理论上高度概括美国人口流动的历史趋势及特征，以及促成因素和影响；第二章探讨跨地区人口流动；第三章探讨向心性人口流动；第四章探讨分散性人口流动；第五章探讨离心性人口流动；第六章探讨隔都化现象。后5章分别探讨社会影响和各级政府的城市政策。全书浑然一体，结构严谨，条分缕析，叙论结合，行文朴实，观点明确。而且，几乎每一章都有史有论，都可独立成篇，反映出非常强的思辨性，可谓一部名副其实的解释性历史（interpretive history）。

在具体论述中，梁著澄清了以往很多较为模糊或理解有偏差的问题。如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地位，大都市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的关系，郊区化的进程和不同特点等。这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美国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历史与现实的很多方面，五花八门，不易把握。至于对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郊区和就业郊区及混合型郊区，对黑人在城市中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对城市暴力冲突，对联邦政府就业和培训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均属开创性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正面分析有关问题时，梁著还有针对性地纠正美国学者的某些偏颇认识。如谈到城市化人口的主要来源时，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曾断言“城市化勃兴中最重要的人口来源不是来自爱尔兰和奥地利，而是那些来自佛蒙特和艾奥瓦的人们”。梁著认为这不符合19世纪以来美国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化的实际情况，并列举了大量事实加以阐明（第132页）。另外，对部分美国学者在70年代非大都市区一度超过大都市现象上的偏颇看法（第204页），对詹姆斯·伯恩斯在郊区居民回流城市问题上的盲目乐观的观点（第474-475页）等都有令人信服的评论。

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是全书的重头戏，梁著通过对大都市区化、郊区化和隔都化的探讨把这种变化分析得系统而有深度。大都市区化（梁著称为都市化）是经济发达国家中较普遍的现象，但在美国，大都市区的扩展更多地表现为居住区的拉动，而其他国家是以工业外迁为先导。这样，大都市区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便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政治方面，中上层社会人口和企业的郊区化直接促成了政治重心的转移。在经济方面，中心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对劳动力有新的要求，与当地现有的劳动力的谋职技能和要求相去甚远，就业市场上供需矛盾突出，结果造成奇怪的现象：大量郊区居民到市区通勤，而市区居民却就业不足，这就加剧了这些居民的贫困问题。在社会方面，蜗

居在市中心区的黑人和拉美裔等与美国白人的主流生活相脱节，矛盾冲突不易化解。而居住区隔离，恰恰是大都市区化的后果之一。市中心区承受开支增加和税收减少的两面夹攻，财政状况拮据，难以解决贫苦人口的社会需求，更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

梁著对大都市区的论述非常精彩，但对其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心城市的认识似乎过于悲观，指出“到1970年，无论哪一种指标，中心城市都丧失了主导地位”（第209页），并把它作为美国已进入后郊区化时代的主要依据。这里，姑且不论后郊区化社会这一概念是否妥当，仅就中心城市而言，梁著的论断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从表面上看，中心城市地位确实今不如昔。但这种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永久性衰退。人口和产业的分散化缓解了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改善了城市生活质量，无形中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复兴。
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心城市迅速增加的白领工作机会以及完备的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吸引下，大批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速度加快。在这10年中，美国最大的50个中心城市中的32个人口持续增长，百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增加了29个。
到90年代，这一势头变得更加强劲。
具体统计数据在2000年人口统计中都有非常详细的反映，此不赘述。梁著也注意到八九十年代郊区人口回流城市的现象，但仍然认为仅凭此并不能说明其整体衰落时代的结束和复兴的到来，因为20世纪90年代迁出中心城市的人口仍然多于回流人口。甚至认为，“无论今后联邦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不能改变迄今为止中心城市的衰落趋势”（第479页）。这就有些言重了。首先，从理论上讲，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内是居主导地位的，而且这种地位应该是不可替代的。作为中心城市的神经中枢的中心商业区（CBD），汇集了产品设计、广告、生产程序制定、市场营销、法律、金融、保险、会计、公关等等生产服务业这些高层次的经济活动。
虽然郊区形成一些次中心，在很多方面可与中心城市互争消长，但在信息和服务这些后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部门，仍对中心城市有很强的依赖性。
其次，从具体史实看，尽管人口回流城市的数量还不占绝对优势，但90年代以来中心城市经历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中心城市在人口和产业外迁的同时，出现了功能的转变，从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以生产服务业为主，不同于传统的消费服务业）的转换和升级。
因此，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在1995年提交克林顿总统的城市发展状况报告时强调，美国对外竞争实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大都市区，依托这些大都市区的核心地区的中心城市。

梁著对郊区化的论述较已有的研究又深入一步，
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一，对郊区和郊区化做了很明确的界定（第176页）；其二，注意到各地郊区尽管发展不一，但具有同质性（第179页）；其三，郊区人口流动呈现出“接替”特征，在此过程中，不同阶层和种族面临“过滤机制”；其四，部分住宅郊区向就业郊区的转变，对近郊、远郊也进行了划分；其五，在郊区职业升迁与空间流动有互动关系；其六，到了一定阶段，困扰城市的问题也开始在郊区出现（第194页），在郊区蒸蒸日上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第244页）。梁著注意到，在后郊区化社会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郊区人口与产业的区位分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郊区的基本特征是居住郊区和工业郊区相互分离，且以前者为主。但是，自50年代起，这种格局发生变化，出现居住和就业混合的郊区。最近有的美国学者撰文论述这一问题时的标题是“公众的城市，私人的郊区”，非常形象地点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

郊区化过程，引起人口的大幅度流动，这种变化对城市中各个阶层都有不小的冲击，对于处于种族和阶级双重矛盾夹击之下的美国黑人来讲，就更为明显。梁著在几个章节中都分别用较大篇幅进行了讨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著提出的“隔都化”问题。其基本线索是，尽管近年来有部分黑人迁往郊区，但黑人中产阶级与黑人中的“底层阶级”的郊区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在近郊，即白人居民所放弃的社区，而前者则与白人居民混居在远郊，这样，黑人郊区化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城市的种族隔离，而且，又导致了一批新的“隔都区”的出现，“在种族主义的窒碍下，贫民区演化为日益封闭的隔都区”，
“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心城市少数民族“隔都区”在郊区的再现”（第280页）。从美国人口统计署2000年人口统计结果来看，尽管郊区居民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强，但种族分离的倾向并没有收敛，
印证了梁著所提出的观点。但梁著认为中产阶级黑人在其郊区化过程中“实施了与中产阶级白人相似的排斥性政策”排斥下层黑人，所征引的资料还不充足。由于梁著认为这种中上层黑人的郊区化产生了最为致命的两种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详细论证。还应该注意的是，黑人郊区化过程，恐怕并不仅仅是“隔都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毕竟有所改善和提高，尤其是与在中心城市的状况相比。一般认为，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有三大根源：居住区隔离、就业隔离、教育隔离。其中，后两种现象的存在，导源于前一种隔离，由此产生恶性循环，黑人及少数民族问题便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部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迁往郊区，为解决黑人问题透出一线曙光，很多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成为黑人问题及改善种族关系的突破口。梁著如果直接针对此观点进行讨论，可能更有学术价值。

梁著所总结的“隔都化”是非常有创意和新意的，较准确地反映了在郊区黑人居民的处境，值得肯定。隔都区（Ghetto）一般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过于臃长，并且，这类住宅区，主要指黑人居民，翻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没有突出主体。“隔都”则不仅体现了种族单一的居住特点，同时也突出了黑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白人的居住区分离的特点，隐喻为“分离之中的居民区”，与英文原文发言相近，形象、巧妙、传神。依笔者的个人看法，可以将这个译法固定下来。

与“隔都化”有关的问题是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出现。梁著在第6章专辟一节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底层阶级是城市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产物。这个新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以种族或收入来划分。梁著认为，它与贫苦人口颇为相似，但有本质区别。“底层阶级不仅仅是贫困，因为贫困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最终摆脱贫困”（第288页）。底层阶级在教育、就业、家庭、年龄、居住区都有特定的特征，是特殊的弱势群体。底层阶级又与黑人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所有种族的人口中，黑人的城市化比例达90%以上，城市化程度最高，而且，他们又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在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底特律、华盛顿特区都占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城市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反映得更为集中。

在结语部分，作者对贯穿全书的主线和基本认识进行了高度概括，这是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凸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在每一个时期，人口的流动始终呈现为双向、多层面的大规模流动。在历史上，虽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始终存在，但是，从主要流向的最终目的地看，最突出的是人口的城市化以及后来的郊区化。其变化对城市经济的组织结构、社会管理、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促进了迁入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也加剧了其各种社会问题的滋生和尖锐化；对于迁出地区而言，则意味着人才人力资源、技术和社会投资的流失，其结果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其衰落。“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运用直接的指令性政策适当控制人口的流向和规模……这样，很多地方曾多次因人口流动过于集中而导致社会问题的加剧。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第530页）。再从政府角度看，美国联邦政府政出多门，“直至20世纪末，在美国各州之间、各州与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郊区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协作始终是一部令人难以满意的记录”（第535页）。郊区化过程中的巴尔干化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美国存在“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冲突”、“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等三种悖论，这就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无法打开的死结”（第532页）。有鉴于此，作者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美国的民主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是比较有效的，但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联邦政府仅仅作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者’，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第537页）。这个认识，建基于近40万字的严谨论证之上，是有说服力的。如果循此思路进一步对美国政府的其他相关政策进行论证，其意义不可小觑。

人口流动，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涉及面很广，资料庞杂，不易梳理，是一个颇有难度的选题。原始资料即第一手资料是如此，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大量研究所产生的第二手资料亦是如此。在我国，接触原始资料的条件还很有限，当然不能苛求，可是，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尽管有机会到美国，也仅限于收罗第二手资料，尤其是现成的相关题目的学术论著，所利用的为数有限的第一手资料仅作为点缀而已，甚至移花接木，转引的却标为直接引用。而梁著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凡70余种，涉及范围非常广，从美国人口统计署、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美国劳工部、美国历届人口统计，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调查听证或辩论记录、美国商业部的专题调查等部门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均有收录，令人称绝的是，梁著还征引了一些州和地方政府的出版物。除原始文献外，几乎收录了相关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和权威性论述，所参引的论著上百篇部。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都有非常充足的资料为支撑，所引用者，均经反复甄别和考证，择善而从，还制作30余个统计分析表格，显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笔者在美国城市史研究方面已有近20年的积累，但与梁著相比，也相形见绌。可以说，在占有资料方面，作者已进入一个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凭资料翔实这一点，就足以奠定此书在我国美国史研究中的学术领先地位。

当然，梁著对资料的使用也并非尽善尽美。可能正因有大量资料在手，作者无形中忽略了网上资源。相关资料的搜寻，也有百密一疏之处，如1995年《城市史杂志》专辟两期（第三、四期）讨论“新黑人城市史”问题，梁著似乎没有参照。另外，也许不忍割爱的缘由，书中部分章节列举统计数字过多，影响了可读性。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爱慧

2003年4月3日至5日，“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国内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得到了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的大力协助。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发言和讨论均使用英语，分大会学术报告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包括主题发言、评论、提问和讨论等环节，气氛十分热烈，有时还出现激烈的意见交锋。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9.11事件”和对伊拉克战争、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从会议的学术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美国研究领域的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中美关系面面观

中美关系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与会学者对近现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并展望了21世纪中美关系的前景。这次会议的有关讨论反映了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仍然受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出现；同时，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重点。 

1、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美关系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特征，而这些历史特征对于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美关系独特的历史特征的形成，和近代以来两国历史发展的逆向性、中美两国在现代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19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对双方社会内部的深入影响、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彼此之间不切实际的期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演变的中美关系，就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两国关系超出了普通国家关系的范围，而与两国人民的政治感情直接的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诸大国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摇摆性最大，也是最难以界定的；中美关系也是牵扯范围最广的双边关系，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还涉及到社会和文化领域。 

台湾问题向来被视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以往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一直是支持或纵容的。北京大学的牛大勇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安全理事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总统及其下属调整美国对华敌对政策、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集中分析了其敦促蒋介石从中国南部边境和海岛撤军、并阻止蒋介石“夺回”大陆的做法，指出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与中国大陆对抗并试图反攻的政策，是倾向于阻拦而不是煽动的。这一看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这种基于档案研究取得的成果，获得了广泛的肯定。暨南大学的吴金平副教授从中国游说团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谈到了台湾问题，他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游说团演化成新中国游说团和台湾游说团两个部分，前者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而后者则将把台湾描绘成一个经济奇迹和崛起的民主政权，以抵消前者的影响。这两大游说团在游说方式上各具特色，在美国、中国、台湾三边关系中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史上，影响两国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看似外围的事件，实际上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入侵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一种短暂的合作关系。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建才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中美两国开始加强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共同对抗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这表明中美两国是存在共同利益的，应当加强相互合作。

贸易和经济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纵向梳理了1844－200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中美两国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上进行的三次谈判和签约活动：第一次是1844年的《望厦条约》，确立了有利于美国的片面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第二次是1946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形式上平等互惠，实际上是中国单方面对美全方位开放市场；第三次是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至此中美贸易关系才真正进入了平等互惠的阶段。暨南大学秦珊副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广东的投资趋势。她利用广东省及其下属各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在广东各城市工商管理局登记的美国公司的合同档案，分析了美国在广东的投资情况，结果显示，尽管美国投资在不同时期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就地区来说，美国投资最早进入的地区是深圳、广州、珠海，然后辐射和扩展到其他地区，目前依然分布不均。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揭示了美国在中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1世纪中美贸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经济结构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在中美关系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在讨论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时，观念的作用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杰弗里·勒格罗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分析了权力和观念在中美关系构筑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现存的国际关系著作中，大多单方面强调权力或观念，不足以全面分析国际关系，故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来揭示权力和观念是如何共同作用以影响国际关系的。他对这种新的解释框架做了初步阐述，并探讨了它对理解未来中美关系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论述了中美价值观的异同与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主要观点是：中美两国人民在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上有差异，但也有相同和相似的方面，如果两国人民能互相取长补短，将会彼此受益；但是，有些美国政治家却坚持强迫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为自己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服务，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在21世纪，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合理方法应当是承认两国的差异，抛弃霸权主义观念，依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中央党校刘建飞教授分析了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和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或把握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这些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少华博士阐述了现代化因素在两个世纪的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现代化因素不仅是制约和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因素，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因素，还是促进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和稳定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对现代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强调得有些过头；另有代表肯定这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思路。另外，中美两国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观念分歧和共识，对两国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两国人民之间对彼此形象的认识对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塑造对象国的形象方面，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谈到，对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中国时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有美国中心主义、否定主义和对冲突的关注等几种观念；同时，美国新闻业中出现了一种发展新闻学，在新闻报道上注重社会发展、进步的理念，如果美国新闻媒体能将这种新的新闻理念运用到对中国的报道上，必将促进中美两国人们更好的相互了解，也能改变美国新闻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副教授分析了1972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美国形象的变化，集中研究了6个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其研究方法颇有特色，选取了上海（发达地区）、江苏（发展中地区）、安徽（欠发达地区）三地进行问卷调查，而调查对象均为普通人，能基本上反映中国大众心中关于美国形象的变化趋势，其研究结论是，自从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签订以来，美国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形象不断发生起伏。 

有的学者还就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新的见解。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阐述了世界责任的理念及其在21世纪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责任主要指大国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这既是大国的利益和权力所决定的，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世界责任应当包括：建立和维护有序而合理的世界秩序；保证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推动和促进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保护人权。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均承担着重大的世界责任，应当将21世纪的中美关系提升到世界责任的历史高度，推动其健康发展。 

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层因素

美国对外政策也是这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和有关的学术讨论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视角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大多体现了美国外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即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

1、文化与美国外交 

从“9.11事件”以来、特别是对伊拉克战争发生以后，国家安全观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经历了历史的演变，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因素乃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因素。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仅仅注重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够的，应当重视国家间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他的大会学术报告着重探讨了美国自由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同时阐述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自由主义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自我形象、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什么是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如何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等问题的看法和实践，形成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取向，而美国人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念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局限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而是把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二是输出民主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三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维持取决于能否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建构国际秩序。美国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念对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民主共同体的扩大使大西洋世界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其二，美国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促进了国际社会“法治”的建立。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松田武石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以二战后美国和日本文化关系的确立为个案，讨论了文化在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作用。他指出，在研究美日关系时，战后的两大学派——相交论学派和分歧论学派虽然观点相异，但在研究范式上均强调国家安全、美日同盟体系、两大太平洋巨人之间经济上的合作和竞争；但是，美日关系中的文化层面和人们热切关注的美日关系的“性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1951年，杜鲁门向日本派遣杜勒斯和平使团时，杜勒斯意识到文化在美日长远关系中的重要性，遂请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长子加盟使团，专门负责与日本的文化和教育合作问题。洛克菲勒在确定美日文化交流的机制、原则、方法方面起了核心作用。美日文化交流的制度化，为美国的观念、信息、技术和知识分子输入战后日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途径，塑造了一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领袖，同时也使美国人认识到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促进了两国的相互理解。松田教授还就一位美国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谈到的新闻媒体与美国向东亚的扩张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他认为，必须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作出清晰而严格的界定，并明确某一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内涵的异同，否则只会模糊对美国向东亚扩张问题的认识。

2、美国外交思想中若干主要观念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还涉及了美国外交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南开大学博士生施爱国分析了美国外交（特别是对非西方世界外交）的东方主义特性，其表现是一种善恶二元对立论；这种东方主义特性与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一脉相承，因为要证明美国“优越”和“例外”，就需要有一个负面的“他者”来衬托，就必然在外交上将对手“妖魔化”。这种东方主义所带来的褊狭经常会给世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南开大学博士生孙建党探讨了美国外交中反殖民化思想的演变，认为，反殖民主义作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但反殖化政策往往取决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考虑到自由、民主或自决。 

南开大学博士生丹拥军则就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的渊源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源于清教徒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教理想、独立后所确立的民主政体以及自由观念的变化；美国的理想主义发展至今，已涵盖了包括自由、民主、人权、集体安全、民族自决等在内的内容；“理想主义”乃是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河北师范大学的赵克仁教授分析了威尔逊时期的对巴勒斯坦政策，考察了威尔逊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动摇到支持的演变过程，认为理想主义与美国的现实利益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矛盾；威尔逊虽然倡导理想主义外交，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占了上风。

孤立主义也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政策理念。南开大学博士生杨卫东认为，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产生了影响，以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政治家继承了父辈的外交思想，形成了以“门罗主义”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

冷战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观念对其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大学的汪波教授就美国的新世界秩序观的由来做了探讨。他认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始终追寻但尚未实现的目标；冷战后，美国正式把建立世界新秩序确立为外交政策的原则；世界新秩序概念是一种具有新泛美主义色彩的原则，它主要是冷战后美国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制止地区性武装侵略、组织集体行动和建立大国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3、军事战略、经济因素与美国外交 

关于美国外交的讨论还涉及军事战略和经济因素。山东师范大学的陈海宏教授梳理了美国海军战略思想由“海军第一”到“海权论”的演变过程，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仅仅认识到海军和制海权的重要性，到19世纪前半期提出“海军第一”的思想，再到马汉的“海权论”，逐步形成了系统成熟的海军战略思想。上海同济大学的仇华飞教授考察了战后美国的海外投资情况，将1945年至70年代末称作美国海外资本输出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无论是政府对外直接投资还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同时，美国海外投资的方针、机制、形式和手段都不断变化，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用获取的巨额利润从事扩大投资活动，同时利用同被投资国的科学技术差距，进行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输出，以实现其海外扩张战略。南开大学博士生李胜凯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政策，认为美国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明显有着排斥苏联的因素，这一政策既是美苏走向冷战的原因，又是冷战的结果。

三、“9.11事件”和对伊拉克战争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和2003年3月20日开始的美、英对伊拉克战争，是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乃是非常深远的。因此，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大家在讨论中发表了不少精辟警醒的看法。 

1、“9.11事件”的影响 

“9.11事件”发生已有一年半时间，它对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已经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对“9.11事件”以后美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及其对美国自身和国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指出，“9.11事件”首先带来的是美国公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他们比过去30年有了更强烈的脆弱感和警戒性；其次，“9.11事件”给美国政府和总统权力的扩大提供了契机，在越南战争后，总统的权力曾一度受到国会的限制，但是9.11事件后，国会又通过了两项决议，授权总统可以动用武装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再次，公民的自由也受到了侵害，2001年10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爱国法》，授予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巨大的权力来窃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检查网络的使用、搜查医院、财务和学生记录，在未先知会的情况下闯进居民家里或办公室；最后，新闻媒体也变得非常驯服，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的政策，拒绝发表反对观点，进行扭曲报道。他还谈到，上述各方面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在国内，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袭击和歧视猖獗，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民权运动受到打击；在国际上，布什政府的专横和独断表现非常明显，美国和传统盟国的关系趋于紧张，联合国安理会也抵制美国的强迫命令，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同情被普遍的反美情绪所代替。

紧接“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介入，这些举动对大国政治有何影响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孔昊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前中亚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反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中亚的战略地位变得突出；为了结成反恐怖主义的联盟，美国加强对中亚各国的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并利用这些国家的空军基地实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中亚的军事介入，影响了中国和俄罗斯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迫使两国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暨南大学的庄礼伟副教授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因素，以及这种倾向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布什政府敢于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与国内的民意支持是分不开的。

2、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可能的后果 

这次会议期间，正值伊拉克战火纷飞，因而对伊战争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会议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拉克危机的讨论。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和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美国富布赖特教授加里·赖斯博士分别就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兴致高昂地参与了讨论，或提出问题，或阐述各自的看法。

张睿壮教授分析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并对战争的性质和影响发表了见解。他驳斥了美国官方提出的“对伊战争是为了解除萨达姆武装、并将伊拉克人民从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的说法，指出，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的真实目的是要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他认为，这场战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标准，而且是不道德的。战争带来了很多恶劣后果，主要体现在：沉重地打击了联合国、 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协商等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的机制；开了一个极为危险的“预防性战争”的先河；损害了穆斯林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导致100个本·拉登式的人物出现。最后，他对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命运寄以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加里·赖斯博士宣称自己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来讨论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推动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战争的因素、战争对布什政治命运和美国国际形象的影响。论及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支持对伊动武时，赖斯博士用一个词进行概括：“害怕”。他认为，有三大因素推动了美伊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布什政府中的“鹰派”成员（即好战分子）进行了长期鼓动；布什总统自己就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点燃战争导火索的则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至于战争的影响，赖斯博士认为，军事行动也许会很快结束，但战争的后遗症会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美国，另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人道危机、中东地区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不稳定、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长的反美浪潮等问题不久就会涌现，因而“战争”不会很快真正结束。

暨南大学的龚泽宣副教授也就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企图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对伊战争上已得到体现。美国现在不仅拥有了实现这一野心的硬实力，而且似乎也具备了相应的软实力。但是，有很多现实因素将会阻碍美国实现这一梦想。首先，美伊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中反对美国霸权势力恶性膨胀的许多国家，将会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展开新一轮的对抗；另外，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道义阻力。因此，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图谋最终必将失败。

四、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

作为一次大规模的美国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与会代表尤其关注法律与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美国的媒体与大众文化、美国的种族和移民问题，并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明显的突破。

1、法律与公共政策

在许多人看来，司法独立乃是美国政府体制中“皇冠上的钻石”，而这一“钻石”正在向外出口，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司法体制产生影响。芝加哥大学的杰拉尔德·N·罗森堡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阐述了美国司法独立体制的特点，及其对全球其他国家可能有的借鉴意义。他认为，从政府层面来说，司法独立是指司法部门独立于行政和立法部门之外，法院的判决应由法官来决定，不受其他政府机构官员的控制；从社会层面来说，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受各党派、利益群体、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完全依据法律和事实判决；从法官自身角度来说，法官应尽量抛开自身政治信仰和偏见的影响。美国的司法独立不仅有正式的制度保障，还有非正式的惯例的保证。前者体现在宪法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后者则指在法律实践领域长期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如法官和律师对法律伦理的严格遵守、审判的公开性、自由媒体对法院的监察等对司法独立有支持和监督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在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的司法独立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各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法制改革。

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宪法史和法律史上的一些问题。南开大学博士生侯学华论述了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的地位，认为它是美国立国思想由邦联向联邦体制转变的一次探索性的会议。南开大学的韩铁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集中讨论美国法律史中私人产权的演变。他认为，美国法律虽然强调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但并不等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美国的法律不只是保护既得权利，而是更倾向于保护动态产权；不是只保护私人产权，而是对公共权利也相当重视；它不是只保护现有产权，而是在创造新产权上也敢于进行尝试。正是由于在私人产权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利益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平衡，美国经济的发展才走出了一条虽有问题、但却相当成功的道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孔庆山副教授从美国土地处理制度中的占地问题着眼，分析了占地与优先购买权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梳理了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演变。南开大学博士生王建红分析了反托拉斯立法与美国政治变迁的关系，他指出，在反托拉斯立法大讨论中诞生的“联合资本主义”自由观念和“补偿性国家建设”模式，成为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标志。烟台师范学院的王书丽副教授探讨了美国“新政”时期的证券立法问题，她认为，证券立法促进了美国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立法、监督和自律是股市发展的必备条件。 

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对推动美国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吕洪艳对美国《1982年就业培训伙伴关系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就业和培训立法，它强调了州的自主权，鼓励各州和地方政府与私人企业建立伙伴关系，首次在方案中提出了“成绩标准”的概念，其关注重点是无补助金工作的培训活动，对行政费用和资助性服务则予以限制。东北师范大学的另一位研究生韩玲则考察了美国《1968年开放住房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该法禁止在房屋出售和出租时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民族而产生的歧视行为；但由于法案本身存在问题，再加上未得到充分实施，未能产生多大的效果。

2、种族、移民和族裔问题
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在种族和族裔上具有显著的多样性，而且，随着移民的不断进入，这种多样性还在继续发展。与会代表就这方面的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美国历史上，种族和族裔的多样性往往和种族压迫和歧视联系在一起。烟台师范大学的高春常教授分析了美国和国内学术界关于杰斐逊与奴隶制关系的论争，涉及的问题包括：杰斐逊的人权观与种族观的关系；杰斐逊的人权观与财产权观的关系；杰斐逊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在时间上的变化；杰斐逊与女奴萨莉·赫明斯的关系。现任教于南开大学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加里·赖斯博士，对1909年纽约唐人街发生的谋杀社交名流埃尔西·西格尔的事件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了围绕此案件产生的媒体和公众对华人的不利看法，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他指出，埃尔西·西格尔同时拥有两个男友，其中一个是华人，而当地美国人普遍认为是那个华人男友杀害了她，新闻媒体也对此大加报道；这种猖獗的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恐惧有关。

非法移民问题是长期困扰美国政府的一个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的梁茂信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分析了美国禁止非法移民政策的实际效用，揭示了其失败的原因。美国政府在1986年通过了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和就业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在1996年又颁布了《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但均未能有效地遏制非法移民，因为两者都存在很多漏洞和矛盾之处，造成了营私舞弊现象，加上移民局人手不足，难以保证法案的有效实施。美国集中在美墨边境实施的一系列近似军事行动的阻截非法移民的活动，也没有阻断非法移民的进入。非法移民现象已绝非美国特有，而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途径，纯粹依靠实施签证制度、就业许可及驱逐出境的政策已无法根除，还必须通过发展贸易、提供经济援助和增加投资的方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从而在长远上控制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外流。

暨南大学的陈奕平副教授利用美国2000年的人口统计和人口调查局关于美国少数族裔的报告，对当代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变动特征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总结出少数族裔的人口变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从人口增长趋势看，少数族裔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其中亚裔和西班牙裔人口的增幅尤令人瞩目；在地区分布看，美国西部和南部是少数族裔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从城乡分布看，少数族裔群体多居住于大都市中；从家庭结构看，少数族裔家庭成员普遍较多。而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少数族裔总体上比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差，虽然亚裔在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他少数族裔在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和保险方面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差距很大；另外少数族裔内部也存在差异。

3、媒体与文化

新闻媒体的传播特性决定了它既能影响社会，又能反映公众观点，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北达科他州大学的理查德·谢弗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就美国媒体对1898－1904年间美国在亚洲殖民扩张的相关报道做了分析，将当时的媒体分为城市报纸和乡村报纸两大部分，考察了它们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战争的报道，探讨了美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对这场殖民扩张的道德性和经济利益理解上的差异，涉及的问题包括以纽约为基地的“黄色”新闻报纸在推动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和通过兼并菲律宾方案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报纸上关于在菲律宾的战争的道德性和实际价值的争论,着重论述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农业州的报纸对战争由支持到反对的转变过程，从而说明美国公众在政府对亚洲的殖民扩张政策上态度不一。

在现代美国社会，新闻媒体具有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功能。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杰弗里·W·科克教授探讨了竞选广告在选举中的作用。在电视成为候选人向选民传达竞选意图的重要工具的时代，候选人的竞选广告能让选民获悉了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思想倾向，或者使选民相信他的思想立场，因而可以促使选民确定投票意向；但竞选广告有时会向选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教授专门探讨了新闻媒体与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的关系，认为新闻媒体在弹劾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新闻记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物质利益或出风头的欲望，乘机积极利用克林顿的绯闻事件为自己服务，他们不仅是报道新闻，还制造舆论声势，最终促成了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动议的出台。新闻媒体在美国政治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极端的世俗和实用与虔诚的宗教信仰并行不悖。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塞缪尔·皮尔森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对这一特点的历史根源作了探讨。他着重分析了虔信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早期思想的影响。理性主义和虔信主义均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中，这两种思想传到了北美殖民地，前者对北美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者则推动了宗教大觉醒运动。这两种思想力量看似相异，但却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挑战权威和传统。在18世纪70年代，两种思潮短暂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革命的爆发和国家的创建。随后，它们虽然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但是仍然都深深潜藏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中，从而使美国人同时兼具极端世俗和极端虔诚的特点。这一点在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身上就得到了体现。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势头对世界各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南开大学的王晓德教授对“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美国化”的确给其他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即便其他西方国家也未能幸免，然而“美国化”不会带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使其他国家文化在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中吸取其有益于壮大自身的成分，并不会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因此，“美国化”绝对不能取代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

美国大众文化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格雷戈里·M·斯坦，就扬基露天大型运动场的修建问题考察了美国法律、历史、文化和棒球运动的关系。棒球自19世纪初以来就是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坦教授探讨了围绕扬基露天大型运动场的修建而产生的法律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棒球不仅是一项令人兴奋的运动，也是法律和政治争论的一个议题，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美国衣阿华州德雷克大学的比吉特·瓦斯穆特教授探讨了广告形象（Icons）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她指出，创立一个广告形象的关键是打造一个牌子，不断地重复广告词、商标、声音和图像，直到这种牌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各种广告形象用不同的途径影响了美国消费者，它们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衣阿华州杜布克洛拉斯学院的戴维·R·汤普森教授谈到了1950－1967年间赛车运动在美国南部的兴起和发展，他认为，虽然赛车运动只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极小的层面，但能反映美国人的自由冒险精神。

文学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可以加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天津大学的石广清教授和天津理工学院的张敬品教授对霍桑的《红字》进行分析，探讨了清教主义在美国的衰落过程。东北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则剖析了路易斯·埃德里克斯的小说《足迹》关于土著居民抗拒同化的描述，他谈到，道斯法案不仅使印第安人逐渐丧失了土地，而且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生活，《足迹》的主人公们就经历了这种丧失土地和传统之痛，无家无根的感觉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

在厦门大学举行

韩  宇

2002年10月26日至28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和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主办、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协办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代表近80名，提交论文近50篇，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中美关系史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次会议日程安排合理紧凑，组织有序，受到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厦门大学优美的校园风光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也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前后，美国史研究所还分别邀请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研究员作了专题讲座，深受师生们的欢迎。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促进厦门大学的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我会与相关研究机构协同组织重大学术活动的一次尝试。

塞缪尔·皮尔森教授在北大讲学

刘汉生

塞缪尔·皮尔森教授（Samuel Pearson）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担任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现为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是研究美国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著名学者。目前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担任教会史方面的访问教授。2003年4月6日至4月10日，皮尔森教授赴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受到了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4月8日第一讲的题目为“清教和洛克哲学对美国宪政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and Lockean philosophy o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皮尔森教授就清教伦理和以洛克为代表的政治理论传统赋予美国宪政体制的巨大影响进行了精彩的剖析和论述。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历史系欧美教研室王立新教授参加并主持了皮尔森教授的演讲会。来自历史系、法学院和外语学院等院系的众多北大学生聆听了教授的这一讲座。

4月10日下午，在北大一教304，皮尔森教授又做了题为“理性主义和虔信主义对美国思想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Pietism and Rationalism on American thought）”的演讲，他就18世纪前后欧洲理性主义和盛行于北美殖民地的众多宗教虔信团体给予美国立国思想的深远影响做了比较分析，认为：理性的启蒙传统和激情的宗教信念——作为两种本质上互相矛盾的思潮和在事实上交互作用、传播的理论体系，对北美建国理念和发展原则有着根本的塑造意义。王立新教授主持了这次演讲会，有近百名北京大学的学生聆听了皮尔森教授的精彩讲授。

两次讲座结束后，都有众多北大学生和皮尔森教授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大家纷纷表示，教授的演讲给了他们一个清晰而翔实的美国初期思想史发展的轮廓，对于美国立国的思想根基有了一个直观的理解，是一次难得的充实知识和激发思想的体验。他们希望还有机会倾听皮尔森教授的精彩讲解，欢迎他再来北大。

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获准成立

吴金平

经过我会会员吴金平、秦珊和陈奕平等人的积极筹办，在国际关系学系曹云华主任的得力支持下，暨南大学校长办公会议2003年5月1日通过，决定成立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在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在该系主任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吴金平任中心主任，秦珊和龚泽宣任副主任，张振江任秘书长。该中心目前共有核心成员7位，大部分为我会会员。该中心还聘有李剑鸣、梁碧莹、梁茂信、刘建飞、陶文钊、王立新、王旭、杨洁勉、张敏谦等诸位先生为学术顾问（以上排名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序），其研究重点将放在美国对亚洲的关系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希望各地美国学研究同仁不吝赐教，积极扶持，帮助我中心健康发展。

暨南大学美国学研究在华南地区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和力量。仅在国际关系学系，目前接受过美国学专业训练并获得美国研究学位的人员就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吴金平博士（副教授）、龚泽宣博士（讲师），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张振江博士（副教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郭又新博士（讲师）。同属国际关系学科点或与之密切相关且接受过系统的美国学知识训练的人员还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秦珊博士（副教授，社科部）、陈奕平硕士（副教授，历史系），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张声海硕士（讲师，社科部）等。

暨南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将以美国对亚洲的关系为重点展开，以区别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美国研究中心，形成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除东南亚之外的另一个以美国为研究视角来研究东南亚问题、亚洲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特色，并进一步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丰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涵。为暨南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寻找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两者相得益彰。

梁茂信教授到暨南大学访问讲学

吴金平

2003年4月3－5日在天津参加完“面向21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应我会会员吴金平、陈奕平的邀请，东北师范大学美国所所长梁茂信教授于4月7日在回香港继续其项目研究途中，在百忙中抽空到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做访问讲学。讲学采用漫谈的方式，由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曹云华教授主持。来自国际关系学系、历史系、华侨华人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生约三十人及部分教师倾听了梁教授的演讲。梁教授先简介了美国对亚洲的移民政策以及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有待深入的地方，然后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接着，梁教授结合自己的经验，同与会者进行了治学心得交流。梁教授的讲学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梁教授的这次访问讲学也是用实际行动对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即将正式成立表示支持。对此，暨南大学美国中心全体同仁十分感激！


关于重新登记的几点说明

自秘书处发出重新登记的通知后，收到了我会会员的积极回复，多数会员在截止日期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向秘书处提供了相关的个人信息，秘书处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截至日期已过多日，还有大批会员尚未回复，这里秘书处就此问题作几点说明。

1．此次重新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和掌握我会会员目前的准确信息。由于会员工作变动、地址变更等因素，秘书处无法与部分会员保持联系，不利于研究会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利用此次秘书处变更的机会对会员进行重新登记，以了解我会会员的整体状况和最新信息，同时也希望各位会员为秘书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

2．对于会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秘书处立即进行了回复，告知已经收到该邮件，并将会员的个人信息在研究会网站的“会员介绍”栏目中刊出。由于个别免费电子邮箱运行不稳定，秘书处没有收到部分会员寄出的重新登记信息。如有此情况发生，烦请来函告知。

3．如有会员不愿公布个人信息和研究成果，仅向秘书处提供电子邮件或者邮寄地址即可。研究会网站的“会员介绍”栏目是一个了解本会成员的窗口，是否提供个人信息和研究成果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另外，会员的信息将及时更新。

4．秘书处曾承诺向通过电子邮件登记的会员赠送美国史网上资源光盘一张，现已制作完成，并与此次通讯同时寄上，请注意查收。

5．对于没有重新登记的会员，秘书处仍邮寄本期的研究会通讯。若此后仍未收到回复，秘书处将视其为自动放弃我会的会员资格，不再寄送《美国史研究通讯》等资料。

研究会的发展需要各位会员的支持与合作，恳请诸位会员相互转告，诸位理事积极发挥作用，以便重新登记工作的顺利完成。

我会部分理事在天津召开小型会议

2003年4月4日，在天津举行的“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会理事长李剑鸣召集与会的部分理事召开小型会议，就下届年会和会员重新登记等问题进行商讨。与会理事就下届年会的资金筹措和组织方式等问题献计献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李剑鸣理事长还敦促各位理事各尽其责，积极配合会员重新登记工作。

关于交纳会费的通知

根据本会章程，现决定征收2003－2005年度（共三年）的会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于2002年10月举行的第十届年会决定对我会会费的标准作出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费标准为教授每年40元，副教授每年30元，讲师和退休人员每年20元，研究生每年5元。

二、欢迎交纳赞助性会费。

三、请将会费寄至李莉处，地址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邮编361005。

四、尚未交纳以前会费的会员，亦请补交。

鸣  谢

我会会员孔庆山、祝立明和司美丽分别向研究会捐助赞助性会费500元、180元和30元，秘书处代表全体会员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会发唁电哀悼著名学者李慎之逝世

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4月22日逝世。李慎之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的创始人，不仅为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展亦颇多垂教，我会特致唁电表示哀悼。

会 员 动 态

我会理事长、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剑鸣教授于2003年3月8日－9日，参加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会议；2003年3月31日，赴中央党校讲授题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讲座；2003年4月3日－5日，主办“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历史、文化与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会理事、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博士于2002年晋升为教授，并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我会理事、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戴超武博士目前主要进行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著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根据新的档案文献的国际史的研究》将于年内完成。
我会理事、东北师大历史系董小川教授已获得国家2003年留学基金项目，将于2003年7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威廉玛莉学院。
我会理事、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金卫星教授于2002年11月参加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国际合作”国际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我会理事、郑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琛博士正在从事《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的翻译工作，全套四卷由新华出版社2003年秋出版发行。

我会会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付成双博士于2002年8月25日至9月1日，赴加拿大埃法蒙顿参加“国际加拿大夏季研讨会”。

我会会员、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李爱慧于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受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和资助，在香港大学图书馆进行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
新  书  讯

我会顾问、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李世洞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华美国学丛书）于200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28万字。该书是一部关于美国的综合性工具书，共收录2800多词条，时间上起古印第安文明、下迄20世纪90年代，包括自然环境、探险拓殖、工农商贸、财政金融、社会制度、财产关系、阶级阶层、民族种族、外国移民、社会运动、革命改革、政治制度、政权组织、政党政派、利益集团、宪法法律、讼案判例、外交纲领、条约协定、国际关系、武装力量、战争战役、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大众传媒、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箴言俚语等方面的内容。此书编撰出版历时13载，是从事美国研究和教学工作不可多得的案头工具。

我会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于2002年5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33万字。全书共分上、下篇：上篇选录了丁则民先生的10篇论文及其论著目录，下篇共14篇论文，作者包括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在该系工作过的外籍学者及丁先生培养的部分博士。

为了祝贺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我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等联络学界同道友好，组编、出版《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文集，于2003年4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约63万字。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汪熙、邓蜀生、资中筠、张友伦、李世洞、黄安年、王缉思、陶文钊、余志森、李存训、时殷弘、韩铁、王希、李剑鸣、王晓德、任东来、王旭、满运龙、金灿荣、周祥森、梁茂信、王立新、牛可、杨玉圣等老中青学者为本书提供了各自代表性学术论文。 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深度广度、文献资料发掘运用还是研究课题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本书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史学科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从学术论文这个基本的成果层面反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本书不仅是系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创新性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而且还是便利广大读者了解美国、理解美国、进而推进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理想读本。该书每册定价35元。现优惠订购。凡邮购本书者，一律八五折，并免邮资。联系人、通讯处请写：10087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李秀英。（英堂）

我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于2002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32.3万字。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20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结晶。全书共收入11篇综述文章，分别就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美关系史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当今中美关系、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研究状况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而翔实的介绍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些文章均出自各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之手，其中多数人还占据着该领域学术带头人的地位。读者从该书中不难发现：自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课题的深化、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本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对于有志于美国研究的在校学子来说，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史指南；对于想了解我国近年来美国研究状况的人士来说，它是一部简明的百科全书，因为其中不仅介绍了上述多种研究领域的成果及主要观点，而且介绍了多数领域中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状况。（转载于《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我会会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兹署著《美国两党制发展史》于2003年2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0万字。该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美国两党制的形成和发展演变，并对有关两党制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事件的论述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美国两党制发展史的专著。我会已故的前顾问丁则民先生为本书作序。

我会会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主编《相信进步：罗斯福与新政》（陈明、李庆余、陈华著）于200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9万字。本书是一个集体作品，南京大学历史系李庆余教授策划了本书的基调。在分析新政对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起作用的同时，本书着重把罗斯福新政改革放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研究。美国工业社会的诞生与完善是本书的主线。书中第一章分析了新政改革前美国工业社会的弊病，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然后叙述了19世纪末以来的改革思潮和实践。作者认为，新政是完善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章叙述在大危机面前，美国人民摈弃自由放任，决心用改革来完善美国社会。在第三、四章中，作者用本书近一半的篇幅较详细地阐述新政改革，通过改革，政府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美国社会过渡。第五章叙述新政的外交改革。第六章总结新政的经验和历史地位，强调新政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本书系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改革史鉴丛书》之一。（转载于《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我会会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钱皓博士著《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中华美国学丛书）于200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约28万字。作者试图用“双重认同”的概念解释美国移民社会的架构和其所具有的独特的生成性文化，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翔实地考察了美国西裔移民中最大的两个团体—古巴和墨西哥的移民历程和两国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认同过程。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美国西裔移民的著述。

我会会员、武汉大学历史系张德明副教授的新著《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30.4万字）于2003年3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  后  记

《美国史研究通讯》“厦门版”与各位会员见面了。说实在话，我们没有初次亮相的那种忐忑心境。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南开的经验可资借鉴，并有南开的默契——在《通讯》的内容或形式上尽可放心地“盗版”；其次，我们的网站开通近半年，5880次的访问量，表明我们的工作业经很多会员的检阅，有些底气，不似羞见公婆的丑媳妇；至于装帧上用了点心思，是新版本常见的套路——搞点新鲜感而已。

《通讯》的内容当然还是希望各位会员品头论足，而且意见多多益善。这一期《通讯》实际上是研究会网站内容的精华版。我们从网站中选取最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册，以飨那些不经常上网的会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传统的《通讯》远远不能代替研究会网站。尽管研究会网站刚刚创办不久，内容不多，但还是蛮有我会特色的，大致包括：研究会历届《通讯》（PDF），历届年会的照片；部分会员撰写的美国史专著和美国学者的英文论著；会员的最新信息和国内外美国史研究的最新信息，细心的会员，可以在“资源导航”部分看到很多新的信息和有用的资料。我们的网站不断更新，大约每周一次，将来还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源上网，希望能为会员们提供更多信息和资料，籍此推动研究会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网站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需要全体会员的支持。会员支持的具体表现就是：其一，提供信息，不断使网站锦上添花；其二，经常访问和利用网站，使我们的努力物有所值。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杨玉圣、黄安年和周祥森三位会员，我们从他们各自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学术交流网、史学评论网上转载了相当多的内容，他们还以建立链接、专栏介绍等方式积极宣传本会网站。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任东来、王立新、金卫星、高春常、吴金平、李爱慧等会员，他们向秘书处提供论文和相关信息，使我会网站有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为鼓励会员上网，我们特地制做了《网上美国史资源精选》光盘，送给通过网上进行重新登记的会员，兑现了我们在西安年会上的承诺。这套光盘，是我们上网多年经验的积累，所开列的网站都是优中选优，还配有简明扼要的说明。我们还准备制做一些，其他会员，若有需要，亦可索取，但条件仍然是：上网。

我会网站的发展和通讯电子版的发行降低了印刷成本，使研究会囊中羞涩的窘境有所缓解，然而，稿源严重不足仍然是困扰我们的难题。这一期是秘书处搬到厦门后第一期，同时又在网站建设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信息和资料，因此内容还是差强人意的，但下一期前景如何我们心中无底。这里不得不重复秘书处在南开时期常用的一句话：恳请广大会员积极赐稿，使我们的会刊得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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